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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务公开的推进使大量数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手机信令、公共交通刷卡

记录等大数据和来自商业网站、政府网站的开放数据共同促进了“新数据环境”的形成，所产生的微观个

体（社会层面和物理空间层面）数据，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谋而合。新数据环境下，国内多个

城市研究和规划机构开展了诸多定量城市研究工作，已有研究多针对城市系统的现状评价和问题识别，

而少有面向未来的研究。新数据环境下开展的诸多研究的成果，需要适时反哺面向未来的规划设计。以

往的规划支持系统并没有有效地支持规划设计，为此龙瀛和沈尧在2015年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这一规划设计新方法论。

数据增强设计（DAD）是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

为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

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DAD利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充分利用传统数据和新数据，强化规划设计中方

案生成或评估的某个环节，易于推广到大量场地，同时兼顾场地的独特性。DAD的定位是现有规划设计体

系下的一种新的规划设计方法论，是强调定量分析的启发式作用的一种设计方法，致力于减轻设计师的负

担而使其专注于创造本身，同时增强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估性。

2015年12月6日，在北京交通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空间句法学术研讨会中，设立了数据增强设计专

场，六位发言人从数据增强设计的理念和未来发展、支持平台、教育以及应用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详见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7-data-augmented-design/）。本专辑在这些

发言的基础上，还召集了多篇稿件，经过遴选和评审，共8篇文章纳入本专辑。郑晓伟针对总体规划介绍了

数据增强设计的应用思路，段冰若和王鹏等则重点探讨了利用数据增强设计支持存量规划的方法论，而周

垠和龙瀛则针对增量型规划数据匮乏的特点，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的另一种应用思路，这3篇文章主要侧

重规划的编制和评估工作中的数据增强设计应用。李娟和李苗裔等利用百度热力图对中国主要城市的多

中心城市结构进行了测度，郝新华和龙瀛等则给出了基于新数据对北京五环内的街道活力进行测度、对影

响因素进行识别并提出规划设计启示，这两篇文章主要关注利用数据增强设计的方法论开展定量城市研

究。崔璐辰和张纯探讨了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生活特别是居民移动性的改变，姜鹏和倪砼等则对数据增强

设计与智慧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两篇文章主要关注数据增强设计的主体即城市本身。最后一篇

但同样重要的文章来自茅明睿和储妍等，给出了数据增强设计的支持平台人迹地图，并给出了具体的数据

增强设计手册。

本专辑从多个维度如城市主体、规划设计支持、量化城市研究和数据平台等回应了数据增强设计这一

方法论，希望能够引发同行的思考和数据增强设计领域的更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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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Beijing Sub-center Based on Data Augment Design
数据增强设计下的北京行政副中心评估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2]。相关部门还披露了更多内

容：推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

市行政副中心搬迁，以期逐步带动中心城人口

向通州转移，力争2020年中心城区疏解15%人

口，并遏制目前北京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将通

州打造成能独立、宜居宜业的新城。

受多核心理论影响，多中心发展成为现代

国际大都市空间格局演变的主导方向，建设“城

市副中心”则成为大都市多中心发展的重要选

择[3]。北京市将通州定位为行政副中心，旨在城

市发展空间的大幅度拓展，缓解中心城区的压

力，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大城市中心城区的点状

0　引言

2015年7月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

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

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同年11月30日据新华

网报道，北京行政副中心建设将带动40万人疏

解至通州，将对疏解功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行

政功能带动人口疏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通过

行政办公功能疏解带动其他相关功能向行政副

中心疏解；二是带动非首都功能向亦庄、顺义、

大兴、昌平等其他新城转移，最终共同实现降低

通州定位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①。北京将通州打造成能独立、宜居宜业的新城，以期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改变北京单中心蔓

延的发展模式，优化空间布局，北京行政副中心能否按照预期生长，还需客观分析与科学验证。基于数据增强设计（DAD）的方

法，将城市视为生命体，探求“城市生长基因”，对北京未来城市形态和城市活力展开定量分析与预测。首先，以成都市行政中心

搬迁为研究案例，分析行政中心迁移之后，成都市南部新区土地城镇化进程、城市活力变化，为北京行政副中心提供借鉴。基于

北京城市发展模型（BUDEM），模拟2020年不同发展模式和增长速度的9种情景下的北京城市形态。研究表明：（1）随着城市行

政中心的迁移，土地城镇化明显，而充满活力、宜居宜业的新城建设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2）若北京行政副中心持续快速发

展，可能突破第一、二绿化隔离带，与北京中心城区连片；（3）若北京行政副中心的影响与现有新城相同，北京依然呈单中心向

外蔓延的发展趋势，城市形态与顺势发展并无太多差异。

Tongzhou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ub-center of Beijing for alleviating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optimiz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city. Whether the planned Tongzhou sub-center can achieve this target deserves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This paper will borrow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hengdu, which also proposed the sub-center strategy several years ago, for assessing the future of Beijing, using 

Data Augmented Design approaches. Both urban growth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urban function, vibrancy evaluation of Chengdu and Beijing 

have been conducte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it may take a long time for developing a vibrant new city; (2) the first and second green belts 

of Beijing may be encroached with the connection of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planned sub-center areas; (3)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experience 

urban sprawl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city conditioned that the planned sub-center has the same impact on urban growth with that of existing new 

cities of Beijing.

数据增强设计 | 城市增长 | 城市形态 | 城市活力 | 行政副中心 

Data Augmented Design | Urban growth | Urban form | Urban vitality | Sub-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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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写作截止时（2016年4月），通州多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但目前笔者还未见正式文件对通州重新定位），意味着通州可能将承担更多的城

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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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北京市行政中心东移至通州，会给北

京未来城市形态带来哪些影响，以及通州能否

在短时间内形成宜居宜业、功能独立的新城，还

需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估与预测。

国外对城市副中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

年代，主要集中于城市商务副中心的形成机制

及其与核心CBD的功能分工[4-5]。从目前国内外

城市副中心建设实践来看，也大都偏重于经济

上的定位[6]。我国对城市副中心的现有研究多集

中于对国外案例的总结[7-8]，以及对北京、上海等

特大城市的案例探索[3, 6, 9]，多偏于理论研究和文

字论述，或现状的统计分析，却鲜有对城市副中

心未来的预测。

数据是城市研究与规划的重要基础，是分

析城市发展现状、问题与特征的基本素材，更是

解释城市发展机制、科学规划空间增长的重要

依据[10]。由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构成的新数据环

境，对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进行了更为

精细和深入的刻画。但目前基于新数据的分析，

多针对城市系统的现状评价和问题识别，却少

有面向未来规划和设计的研究与应用。因此，基

于城市历年数据的定量分析，并预测其未来，对

增强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认为城市具有生命体征，城市生命

体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区域内形成

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经济、政治、

文化高度聚集的，具有新陈代谢、自适应、应激

性、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等典型生命特征的复

杂巨系统[11]。生命遗传和变异的核心因素是基

因。基因的复制和相对稳定性保证了生命的遗

传，城市生命体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表现出显

著的遗传和变异特征。对城市发展历程的研究，

探索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可视为城市生长基

因破解的过程。

龙瀛和沈尧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方法论，数据

增强设计是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的规划设

计方法，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建模与预测手

段，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12]。DAD

的核心与城市生命体基因的遗传特性类似：

探索城市的发展基因，并根据基因的遗传特

性，通过建模预测未来城市生长，以数据实证

提高设计的科学性。行政中心东迁至通州，可

基于数据增强设计（DAD）的方法，通过“城

市生长基因”，对未来北京城市形态与城市活

力展开科学预测。

“城市生长基因”可从城市自身发展历程

探索，也可由其他城市的生长基因植入。北京未

来城市形态的变化，可基于自身历年城镇用地

数据，探索城市生长的驱动因素，并预测未来城

市形态。北京行政中心迁移，势必带来中心周边

活力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北京自身无可参考。

市行政中心的搬迁，在中国并非罕见，被视作完

善城市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带动新区发展的有

效途径。对于未来的预测，可将中国其他城市作

为研究案例，分析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用地扩

张及新中心周边活力的影响，破解其生长基因，

并以此为基础预测北京行政副中心周边城镇用

地扩张速率和城市活力变化情况。

2　案例研究

通过案例城市的生长规律，探索其生长基

因，并基于数据增强设计（DAD）的方法，将城

市生长基因植入北京，预测北京未来城市活力

变化。

2.1　案例选择

据大公研究院的一项研究，1994年以来，

内地已有34个城市搬迁过市府驻地，且超过7成

的城市在近10年完成搬迁[13]。

本文将已搬迁过市府驻地的城市作为参照

物，考察行政中心的搬迁对北京的影响。

案例城市的选取应满足如下条件：

（1）行政中心的迁移距离不宜过短，搬迁

距离短，极易连片发展，且对城市结构调整、空间

布局优化影响甚微，因此上海（1.7 km）、南昌（2.8 

km）、深圳（4.0 km）等城市皆不在考虑之列。

（2）迁移时间介于2005年—2010年间为

宜，行政中心迁移的影响有时间周期：过短，其

影响不明显；过长，则与2020年的北京可比性降

低，且早期中国城市规模较小，迁移距离较短。

综合上述因素，成都作为首选。除满足如

上约束条件外，成都和北京还有一些相似之处：

（1）地形相似，北京西面为燕山山脉，东南面为

平原；成都西面为龙门山山脉，东南面大部分区

域为平原。（2）区位相似，北京处于“京津冀城

市群”，东南面为直辖市天津；成都处于“成渝

城市群”，东南方向坐落着直辖市重庆。（3）迁

移特征相似，北京往正东方向迁移29 km，新老

行政中心的连线与北京东西发展轴线重合；成

都往正南方向迁移9.5 km，新老行政中心的连

线与成都南北发展轴线吻合。

2.2　案例分析

2.2.1  城镇用地扩张

2008年3月，开始陆续有市级政府部门搬

入原拟定的新行政中心（在原行政中心的基础

上往南迁移8.5 km）。同年5月，汶川地震爆发，

随后，成都官方宣布：新行政中心将处置变现，

变现所得将用于地震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

建。2010年11月至12月间，市政府整体南迁，在

拟定的行政中心基础上再南移1 km，临近绕城

高速（以下简称“四环”）。后续部分市直机关、

事业单位，也南迁至新行政中心附近。

从历年Google Earth影像可清晰看出，

2008年，成都市南三环以外多为农田，而2015

年，发展成连片的城市建设用地（图1）。

2.2.2  城市活力变化

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14]，充

满活力的城市是人性化城市的重要标准，涵盖了

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健康等至关重要的品质[15]。

龙瀛等人通过地图POI数据证明，POI密度和

POI混合度能促进城市活力[16]。

对比分析2011年和2014年成都市地图POI

数据，从POI分布的时空演变规律中，可探查出

城市活力的变化。

本研究选取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12类

POI数据：政府机构、银行/ATM、商业大厦、零售

店、宾馆酒店、餐饮娱乐、医院、学校科研院所、

公司企业、住宅小区、停车场和综合信息（即

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却不宜归为以上各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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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如干洗店、照相馆等），并将成都细分为1 

km×1 km的网格，分析每个网格内各类POI在

2011年—2014年间的数量变化规律（图2）。

地图POI数量变化图谱（2011—2014）、搜

房网二手房POI密度图（图3）和大众点评网餐

饮POI密度图（图4），都清晰显示出，市政府搬

迁之后，成都市总体向南发展明显，相较于规划

的北部商贸中心、西部文化中心和东部创业中

心，发展更加成熟。其中，政府机构、商业大厦和

停车场POI数量向南增加显著，而和生活密切相

关的零售店、餐饮娱乐、医院、学校科研、综合信

息POI增量集中在老城。配套设施的缺乏，对新

区活力有一定影响。

同时，城市的活力还与城市肌理密切相关，

经过长期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城市，更易凝聚活

力[17]，并且“小街区”规制有利于促进街道活

力[16]。而新区以车行为主导，步行尺度欠佳，高

容积率、大体块的建筑会给行人一定的压迫感。

与老区更具亲和力的沿街铺面相比，在新区，商

业综合体占据显要地位，不利于区域整体活力

营造。直至2015年7月，新中心附近人气依然不

足，即便白天，这种活力区域也仅集中在成都市

的发展轴线上，夜间与老城区差异更加显著，从

图5百度热力图可清晰看到这一现象。

2.2.3  经验总结

成都市新区开发和南部地区土地城镇化进

程的实际效益显著。影响该进程的因素很多，但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行政中心的搬迁对新区开

发的贡献是明显的。

该贡献主要体现在政府作用下的行政性办

公机构及与之紧密关联的部分市场化办公功能

的植入，住宅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该类

功能可直接为新城开发注入动力，带来新区空

间增长。

其次，也应客观认识到，该类功能的植入并

不能使新区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

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的缺乏，可能是影响成都

南部新区功能完善与活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由

此，从政府而言，在促进行政中心搬迁、拉动新

区发展的同时，也需足够重视相应城市公共配

套服务设施的建设。

最后，从以上分析可进一步得出，零售、餐

饮、娱乐等功能的缺乏可能是导致成都南部新

区活力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类功能通常受

市场力的影响，遵循商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该类

功能集聚依然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

成都市并未连片向南开发。从上述Google 

Earth影像和POI分析图谱中，不难发现成都市

绕城高速（简称四环）附近开发薄弱，南四环

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呈现跳跃式发展。这源于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和《成都市环

城生态区保护条例》。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即沿中心城区绕城高

速公路两侧各500 m范围及周边7大楔形地块

内的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所构成的控制区（图

6）。绕城高速路两侧200 m范围内，主要用于生

态建设，除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用地以外，不

得新增开发建设用地；绕城高速路两侧200 m

至500 m范围内，可利用空间资源，布局市政基

础设施用地，允许布局适量现代服务业用地，

不得新建住宅建筑。成都市采用“法”“规”合

一的方式，对环城生态区进行必要的保护，使

环城生态区成为控制市区建设向外无限蔓延

的生态屏障。

3　城市扩张模拟

北京城市扩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基于北

京历年城镇用地数据，可分析过去北京城市形

态生长的一般规律，即城市生长基因，根据基因

a） 2008年 b）2010年 c）2015年

图1    Google Earth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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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政府机构

g）医院

b）银行/ATM

h）学校科研院所

c）商业大厦

i）公司企业

d）零售店

j）住宅小区

e）宾馆酒店

k）停车场

f）餐饮娱乐

l）综合信息

图2    地图POI数量变化分析

图5    百度热力图（2015年7月）

图4    大众点评餐饮POI密度（2014年）

b）夜间a）上午

图3    二手房POI密度（2014年）

的遗传特性，预测未来北京的城市形态。

3.1　城市扩张驱动力

厘清城市用地扩展的空间规律与其驱动力

的关系，是建立城市扩展模型和城市形态定量

预测的基础，也是城市用地扩展研究的核心[18]。

城市用地的扩张，既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又

有自下而上的基层个体的自发开发。对此，已有

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19-22]。基于前人研究成果，

龙瀛等人将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概括为两

大类——外在驱动和内在驱动[23]。

外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驱动，如

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放开二胎等；经济驱动，如国家或

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经济总量的

增速等；规划理念驱动，如区域观、体系观、战

略观、生态观、人文观、政策观等理念的变革

与更新[24]；重大事件驱动，如北京市行政副中

心迁移至通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城市化

进程的推动作用等。

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区位因素，如各级

行政中心的吸引力、经济中心的吸引、水系的吸

引、交通的吸引力等；邻域驱动因素，如周边建

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影响；制度驱动因素，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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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禁止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等。

3.2　约束性元胞自动机

3.2.1  约束性元胞自动机简介

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是

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空间相互作用和

时间因果关系皆局部的网格动力学模型，通过

简单的局部转换规则模拟复杂的空间结构[25]。

其原理适用于具有复杂时空特征的空间系统研

究，因而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形态模拟[26]。

鉴于城市增长的复杂性（既有自然的

约束，又有人类的扰动），需要在仅考虑邻域

（Neighborhood）影响的简单CA（Simple CA，

Pure CA）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其他影响城市增

长的因素，称为约束性元胞自动机（Constraint 

CA）。约束性元胞自动机用于城市形态的模拟

应用较为成熟[27-33]。因此，本文基于约束性元

胞自动机，采用北京城市发展模型（Beijing 

Urban Developing Model，BUDEM）对北京

行政副中心迁移至通州后的未来北京城市形

态展开模拟。

3.2.2    BUDEM模拟原理

城市化过程的外在驱动因素非常复杂，难

以用统一的模型进行定量的研究，本文主要从

内在驱动因素着手，选择约束条件如下：

（1）区位约束变量：各级行政中心的吸引

力（市中心⌡_tam、新城⌡_cty、乡镇⌡_twn）、河流的吸

引力⌡_rvr、乡镇边界的吸引力⌡_bdtwn、道路的吸引

力⌡_r；

（2）邻域约束变量：邻域内的开发强度nei

（即Moor邻域内不包括自身的城市建设用地元

胞数与邻域元胞总数的商）；、

（3）制度约束变量：土地等级g_agri、禁止

建设区g_conf、规划建设用地pln、农村建设用地

s_rrl。

约束性CA模型中建设用地元胞发展规则

如下：

①

图6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图

图7  北京城镇建设用地变化（2004—2010年）

②

③

st
ij为土地利用适宜性，w为变量系数，pt

g

为变换后的全局概率，pt
g,max为每次循环中全局

概率最大值，pt
ij为最终概率，Pthreshold为城市

增长的阈值，α为扩散系数（1—10）， RI为随

机影响要素，γ为0—1的随机数，k是用来调

整RI的随机数。

3.2.3  驱动因子影响识别

本文基于2004—2010年北京城市形态的

变化（图7），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识别除邻

域影响之外各驱动因子的影响大小，邻域影响

因子的大小可由MonoLoop的方法识别[34]。

2004年至2010年间，北京城市发展驱动因

素影响大小如表1。

由表1可知，2004年到2010年间，行政中

心的引力对城市扩张影响效果显著，北京呈单

中心发展模式。同时，新城、路网、规划建设用地

和河流也对城市增长起了较强的正向引导。重

点镇的发展略有成效，禁止建设区对城市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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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约束条件 驱动因素 影响系数

区位因素

行政中心（天安门） 15.878
新城 2.980
重点镇 1.044
河流 1.322
乡镇边界 0.995
路网 2.968

制度因素

禁止建设区 0.691
土地等级 -0.545
规划建设用地 1.492
农村建设用地 -0.191

邻域因素 邻域影响 8.000

表1  驱动因素影响大小（2004—2010年）

图8    2020年北京城市形态情景分析

图9    北京市绿色隔离带示意图

图10    地图POI总密度（2014年）

a）强次中心情景 b）弱次中心情景 c）顺势发展情景

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影响甚微。

4　城市形态与活力预测

4.1  城市形态情景模拟

鉴于城市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往往很难

对未来的城市形态进行准确的预测，因此情景

分析在城市增长模型中的应用较为普遍，一般

根据不同的政策参数设置，模拟相应的城市形

态，分析不同政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本文假设3类情景：强次中心情景（北京市

行政副中心的影响与天安门为中心的影响系数

相同）、弱次中心情景（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影

响与新城影响系数相同）、顺势发展（无行政副

中心）情景（作对比分析用，不考虑市行政中

心的搬迁），其他因素的影响系数不变。而每类

情景有3种发展模式：低速发展（北京市城镇建

设用地增加300 km²），中速发展（北京市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600 km²），高速发展（北京市城

镇建设用地增加900 km²）。运用BUDEM，可模

拟出不同情景假设和发展模式下北京2020年的

城市形态（图8）。

若采用“弱次中心情景”（行政副中心的影

响与新城相同），北京依然呈单中心向外蔓延的

趋势发展，和“顺势发展情景”的城市形态几

乎一致；若采用“强次中心情景”（行政副中心

的影响与天安门为中心的影响系数相同），潞城

镇处于北京腹地，无向东发展足够空间，加之北

京市中心区域的引力，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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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作用下，若无空间管制，可能和现有的北

京市中心连片发展，导致北京市区和通州之间

的第一道、第二道绿化隔离区（图9）迅速消失，

进一步恶化市区生态环境。

4.2  城市活力预测

地图POI密度与区域活力呈正相关，因此，

可通过POI的空间分布规律，推测北京现状城市

活力的空间分异格局。

将北京市划分为等大小的格网，统计每个

网格内北京市政府机构、银行/ATM、商业大厦、

零售店、宾馆酒店、餐饮娱乐、医院、学校科研院

所、公司企业、住宅小区、停车场和综合信息的

POI总密度，不难发现，通州潞城镇东小营附近

城市活力较低，即便是通州县城，依然和北京市

四环内的平均水平差异悬殊（图10）。

基于成都的案例研究，可推测市政府搬迁

对新区城市活力的影响。北京市行政中心迁

移，直接导致行政性办公机构及与之紧密关联

的部分市场化办公功能迅速植入，同时也将刺

激住宅类地产开发，新区附近土地城镇化效果

显著。然而，零售、餐饮、娱乐等功能却受市场

影响，遵循商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相对漫

长的发展历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数据增强设计（DAD）的方法，

尝试探索城市生长基因，并对北京行政副中心

迁移至通州对北京城市形态和城市活力的影响

展开定量评价。

虽然成都行政中心的搬迁与北京行政副中

心的迁移性质和背景不同，且北京是中国的首

都，行政级别嵌套，导致北京和中国其他任何一

个城市的空间迁徙模式都不会一样，但成都的

经验可提供如下思考与借鉴：（1）行政中心迁

移会一定程度上加快新中心附近区域土地城镇

化的速率，加之政策的引导，行政办公机构及与

之紧密关联的部分市场化办公功能的植入，住

宅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可直接为新城

开发注入动力，带来新区空间增长；（2）医院、

学校等公服配套设施的建设应先于迁移步伐，

建设功能完善的城市体系；（3）部分功能受市

场的影响，比如餐饮、娱乐、零售的聚集，需要一

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打造宜居、宜业、富有

活力的行政副中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4）

新区的建设，宜采用“小街区”规制，便于提升

街道的步行指数与街道活力，打造充满活力的

行政副中心；（5）环城绿化隔离带可考虑使用

“法规合一”的方式，加强保护力度。

通过BUDEM模型对不同情景的城市形态

模拟，结果表明：若通州副中心的地位过于重

要，政策过分倾斜，而绿化隔离带保护力度不

够，容易破坏第一、二道绿化隔离带，与北京现

有市中心连片发展；若通州副中心的影响与现

有新城的影响相同，仍然无法改变目前北京单

中心向外蔓延的趋势。

同时，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1）北京市

行政中心迁移至通州的决策，是在京津冀协同

的大背景下制定的，然而本文的城市形态模拟

与活力分析仅限于北京市域，后续可将研究范

围拓展至京津冀；（2）区位约束变量没考虑经

济中心的影响，比如西单、国贸、中关村等经济

中心对城市形态拓展影响较大；（3）成都的案

例研究可以清晰地论证行政中心迁移与成都南

部新区土地城镇化的相关性，以及行政中心迁

移后，商业写字楼、住宅等设施的快速开发，却

难以证明其必然因果关系。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感谢王昀、

殷冬明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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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物见人——时空大数据支持下的存量规划方法论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一线城市，

由于其自身人口、交通、环境和资源的压力，纷

纷开始在其下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工作中融入了

控制城市规模和外向扩张的内容，存量规划和

规划转型逐渐成为了国内城市发展所关注的焦

点。2007年深圳市提出将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

由增量规划转变为存量规划，成为第一个将存

量规划作为其规划思想的城市。最新一轮的上

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也提出了“严守用地底

线，实现建设用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目标。

类似的，北京市也在新一轮总规中提出“简单

规划、瘦身健体”的规划指导思想。相比于传统

的增量规划，存量规划对用地现状和性质的精

0　引言

（1）存量规划转型与挑战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与发展，城市中，尤其

是城市中心区的用地功能混合度随之增高。在

传统的用地分类中，城市的用地功能依照居住、

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共分为2大类、9中类、

14小类。然而传统的用地分类方式已经难以描

述功能日益复杂的城市用地。旧城区自下而上

在地块功能上的自然生长，通勤交通方式的变

化等，向传统的用地分类提出了诸多挑战。在这

一过程中，传统用地难以实现对混合类用地功

能的描述、同种用地类型规模的描述，以及对同

一地块时间属性的描述。

相比于传统的增量规划，存量规划中主要在产权本质、时间逻辑和空间处理尺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存量规划对现有用地

现状和性质的精准刻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当前传统的用地现状分析图在存量规划中存在着地块特征刻画精度有限与用

地分类维度过低等不足。对用地类型的混合、同种用地类型的规模、同一地块的时间属性等用地特征，传统的现状分析图也难以

进行描述。随着互联网LBS（Location-Based Service）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多LBS时空数据因其巨大的用户基数和完善的时空地理

信息，受到规划师的关注。这些新的时空地理数据使得对用地功能和人口活动特征的详细刻画成为可能。使用互联网某LBS平台

人口分时活动密度数据，叠加百度POI（Place of Interest），通过非监督分类和非负矩阵分解的方法，分别对北京市六环内的地块

尺度、500 m网格尺度和25 m点阵尺度进行用地功能的识别与分类。通过多维度分类结果的叠加，对研究区域的用地功能、人口

时空活动特征进行深入刻画，探讨通过大数据进一步辅助存量规划的用地功能研究方法。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incremental planning in China, inventory planning is differ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time and space. 

Thus, a higher demand for the depiction of existing space is needed in the inventory planning process. However, the depiction method used in 

incremental planning such as land use analysis map cannot fulfill this deman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 

data, planners see a new opportunity to make a more detailed depiction of the existing spa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an LBS data of population 

density by hour, together with POI (Place of Interest) from Baidu. With the help of unsupervised learning algorithm, a detailed depiction of land 

use and population activity pattern will be presented, show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big data analysis in the current urban planning research.

存量规划 | 机器学习 | 用地分类 | LBS数据

Inventory planning | Machine learning | Land use clustering | LB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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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刻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存量规划主

要有以下3个不同点。第一，产权本质不同：在存

量规划中，涉及的权利关系更加复杂。这对现场

及周边环境的深入解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

二，时间逻辑不同：增量规划是预期性的，着眼

的是未来的利益分配，可以花费数月时间调研，

并可伴随规划实施的过程逐步调整。而存量规

划的频次将会显著高于增量规划，需要实时精

确地了解现实矛盾，以及对受损方的影响。因

此一旦对用地现状理解出现偏差，就可能出现

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三，空间处理尺度不同：存

量规划代表着由大规划到小微规划的转变。由

长远的空间构想转变为微处理、微设计、微更

新。结构调整更加趋向精细化，在空间结构格

局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来

改善城市的功能结构，为城市提供更好的发展

环境[1]。由以上3点不同可以得出，当前存量规

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即对用地现状进行快速精

准的描述与深入的刻画。

由于传统用地分类描述方法的局限性，

互联网大数据成为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途

径。随着智能终端的大范围普及和互联网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服务的日益完善，

越来越多的LBS时空数据因其覆盖用户广、时

空信息完善，走进了城市研究者的视野。其分布

颗粒度细、覆盖时间广、可按需抓取的特点，使

得使用该类分时人口时空地理数据刻画用地功

能、反映人口活动特征成为可能。

本文拟使用互联网某LBS平台人口分时活

动密度数据，叠加百度POI（Place of Interest）

数据，通过非监督分类和非负矩阵分解的方法，

分别对北京市六环内的地块尺度、500 m网格

尺度和25 m点阵尺度进行用地功能识别与分

类。通过多维度的分类结果叠加，对研究区域的

用地功能、人口时空活动特征进行深入刻画，探

讨可以进一步辅助存量规划的用地功能研究方

法。本章第二部分将对使用分时人口数据进行

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第一章将对研究方法进

行具体介绍，包括对数据、方法论和研究尺度进

行详细解释。第二章将对研究结果进行分层分

析。第三章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研究

做出展望。

（2）研究现状

目前应用较多的用地识别方式是从地理学

角度通过卫星遥感测定判定用地性质。Halder

等人就通过蚁群算法对卫星照片中的建设用地

与非建设用地进行了识别[2]。随着识别方法的改

进，通过卫星照片也能对生态用地以及工业用

地进行较为精准的识别[3]。近年来基于地图服务

产生的大数据POI（Point of Interests）也逐渐

被应用于用地的识别。王芳等人就通过POI数据

对由城市路网划分的功能单位进行识别，通过

聚类分析将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区细化为饮食文

化型商业区、专营型商业区等5个功能类型[4]。该

类数据本身自带的地点用途分类能够辅助分析

人员对用地本身功能的多样性及复合性进行精

细化的描述。然而不论是卫星遥感还是POI识别

都只能测定出城市的物理空间属性，而随着存

量规划的兴起，规划师正逐渐关注用地的复合

属性。实体尺度的建筑空间的规模、用途、性质

以及社会活动尺度上的就业、住房、通勤等都是

在进行用地描述时需要关注的重点。在深圳存

量规划的城市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中既加入了传

统规划中土地利用、市政、交通、公服设施等指

标，又引入了用于描述社会属性的人口、就业、

住房等指标。从存量规划的角度来看，用地本身

的属性其实是实体物理空间与社会活动空间相

互作用的产物。

分时人口数据，一般指带有时间信息的人

口统计数据，在与地理坐标结合时能够用于描

述用地的社会空间活动。常用的分时人口数据

来源有手机信令数据[5]，出租车OD数据[6]，公交

刷卡数据[7]，社交媒体签到数据等。相比于规划

常用的统计公报、普查或年鉴数据，分时数据的

统计口径能够通过数据处理细化到城市地块的

规模或者汇总为一个单一的城市指标。由于分

时数据多为实时采集的数据，所以也具备了实

时进行地块属性评判的潜在能力。裘炜毅等人

就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对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及莘庄工业区的职住分布进行了研究[8]。虽然两

用地周边都有居住用地的布局配置，但是通过

手机信令数据生成出行链并对用户OD点的识

别能够判断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职住比略低于

莘庄工业区的职住比，显示高科技园区周边的

居住用地从社会属性上并未较好地为园区职工

提供住房。

本研究中采用的分时人口数据相较于目

前使用的手机信令、社交媒体数据、出租车、公

交刷卡数据而言的优势在于直接同需要分析的

地块人口密度变化挂钩。不需要通过繁琐的处

理，通过生成轨迹链等方式进行二次统计。这

保证了数据在未来用于实时评估用地状况的

运算中能够大幅缩减运算时间。在数据精度方

面，手机信令对基站的依赖程度巨大，平均精

度在500 m×500 m左右。出租车、公交刷卡

等数据更是受到了道路尺度的大幅限制。而主

要依靠GPS提供定位的分时人口密度数据能

够提供精度达到25 m×25 m网格的细度数据，

基本达到了建筑的分析尺度。此外该数据本身

的获取门槛较低，通过互联网抓取技术就能持

续获取数据。综上可知，新的数据环境和分析方

法降低了数据获取的难度和数据分析的技术门

槛，因此，如何对当前环境下的数据加以运用，

使规划制订与实施更能满足城市运行的需要及

市民生活的需求，则需要规划师在提高自身数

据研究技术的同时，对当前的数据环境进行进

一步的思考。当前研究中，龙瀛等已对数据在规

划应用中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梳理，提

出了数据增强设计的概念。本文将从数据增强

设计的概念出发，对人口密度数据进行深入挖

掘，辅助存量规划的进行[9]。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研究数据

本次研究范围为北京六环内区域。所采用

的主数据源为互联网某LBS产品的分时人口活

动热度数据。该数据的主要来源是该互联网产

品的桌面端和移动端APP的用户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过程数据。该服务通过采集桌面端的IP地

址和移动端用户主动产生的定位信息，计算每

一位置每个时刻的人口统计。原始的数据包含

3个字段，分别为数据采集点的坐标、日期和该

小时的人口密度。其中，人口密度值已经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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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功能进行深入解读，笔者使用了百度POI

作为辅助数据源。通过百度地图提供的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笔者采集了2015年初北京市域范围

内的5大类、20小类约20万个POI，涵盖居住、商

业、娱乐、公共服务设施、交通、绿地等内容。每

个POI点包括唯一编号、POI名称、坐标、一级分

类、二级分类、用户评价等字段（图4）。

1.2　3层研究空间尺度匹配体系

观察数据特征可知，在不同空间尺度中，分

图1     原始数据点范围
图2    3种特征地块对比

图3    建筑内数据点对比

图4     POI数据样例

后台预处理，与实际人口数量存在正相关的转

换关系。数据采集点的网格密度为25 m，点呈均

匀点阵分布。目前笔者通过网络爬虫，采集了

2015年7月30日至8月2日北京六环以内的数

据，数据量在每小时230万个点左右（图1）。

因抓取频次的限制，个别郊区区块存在数据缺

失，但是并不影响对功能复杂的城市中心城区

的分析。

为保证该分时人口数据能够较好地对不同

类型的城市功能，尤其是混合功能进行深入解

读，在正式研究前，笔者对几处熟知的特征地块

进行了预试研究。首先，笔者对同一主导功能的

不同地块的人口活动进行了横向对比。笔者分

别选择了3种用地功能与人口活动特征截然不

同的地块，通过将地块内的点数据匹配到地块

中，计算出每个地块的分时人口热度曲线。其中

S代表周末，W代表工作日，后面的数字代表整

点时间。

这3个地块分别为市级活动中心西单大悦

城、市级商业办公中心金融街和市级绿地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图2）。其中，西单大悦城的人口

活动热度在工作日和周末都较高，且一般于下

午14至16点左右达到高峰。金融街则呈现出明

显的办公特征，即工作日的人口活动热度显著

高于休息日。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则相反，在周

末吸引着更多的人前来活动。

通过观察尺度较大、地块特征较为明显的

若干地块后可以看出该分时人口密度在地块上

所表达的特征与趋势已经能够满足用于机器学

习的识别需求。为了进一步对数据质量与其所

能反映的特征进行评估，笔者选取了一栋建筑

中点层面的数据进行对比（图3）。所选择的是

办公建筑“百度大厦”。在研究中对大厦中不同

区域的分时人口活动变化规律进行对比。从图3

可以看出，在百度大厦中，除1号点外，其余3点

有着相似的曲线特征，即典型的办公活动特征。

由此可知，在同一建筑中的不同区域，因其空间

使用功能的不同，所反映出的人口活动变化规

律也大相径庭。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用地功

能特征及精细程度，是传统用地分析方法无法

比拟的。

另外，为了更好地配合分时人口数据，对

百度大厦中的4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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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口数据所反映出的用地特征也有不同的侧

重。在传统的地块尺度中，数据能够较好地体现

出该地的人口活动规律，但是面对地块内部的

大型建筑，尤其是重要建筑节点时，地块尺度则

显示了其自身分析尺度过大的缺陷。这时，更为

精细的点阵尺度数据则可以对地块内部的混合

功能进行全方位的立体描述。与此同时，在郊区

存在许多自身面积较大的地块，此时再使用地

块尺度进行分析，则会因其包含太多数据而使

分析结果过于笼统，难以满足精细刻画的需求。

因此，将较大的地块划分为若干空间尺度较小

的研究单元，可以对这些大尺度的地块进行进

一步的精细刻画。

结合以上空间研究单元需求，笔者将整个

研究单元分为3层空间尺度，分别进行数据匹

配。3层空间尺度体系分别为原始地块尺度（由

路网分割）、500×500 m网格尺度，及25×25 

m原始数据点阵尺度（图5）。其中，原始地块尺

度对于多数空间单元能够做到较好的描述，但

是对于极大的郊区地块和极小的内城地块，其

描述结果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该空间所在的本

身特征。因此，我们使用均分额500 m网格，对

地块尺度的描述进行补充说明。在点阵尺度，

研究结果则会更多地倾向于对建筑尺度的对

比，包括建筑内部的时空特征，以及建筑与地

块的时空关联等。通过3层空间尺度体系的分

门别类与描述，笔者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基于

地块、网格和内部点的多维立体描述，为存量

规划所需的深度精细刻画提供理论支持。

1.3　非监督分类与矩阵分解在研究中的使用

由观察数据可知，分时人口密度数据作为

曲线类数据，其自身特点非常适合使用机器学

习的方法进行非监督分类。笔者将数据整理为

休息日的24小时分时人口数据与工作日的24小

时分时人口数据，共48个时刻，结合20种不同类

型POI的数量，对3层空间尺度的研究单元进行

k-means聚类分析（图6）。

为了能够确定k-means中k的取值，笔者

在每组数据进行k-means分类之前均进行了

silhouette检验，寻找每组合适的k值，保证在分

类过程中，既不会出现因为k值过小而忽略某些

特征，也不会出现因为k值过大使得多组分类结

果高度重合的情况。

在使用k-means进行聚类时，为了分别对

时间活动的趋势规律和地块人口活动规模进

行进一步区分，笔者分别使用了归一化的48个

时刻数据和未归一化的数据进行非监督学习，

使分类结果更加详细。在进行48个时刻的非监

督分类同时，笔者也尝试了使用非负矩阵分解

（NMF）的方法，将每个研究单元48个时刻中的

特征提取出来，在放大特征的基础上进行非监

督分类。

2　研究结果

2.1　地块尺度研究结果

考虑到48个变量仍是一个很高的维度，而

k-means聚类对高维度的聚类仍力度不足，为进

一步降低数据的维度，本部分采用了非负矩阵

分解（NMF）的方法，以归一化之后的48个变

量作为输入，最终将变量降为4维，然后以降维

之后的5个变量作为k-means聚类的输入，经过

实验证明，降维之后再聚类的方法比直接聚类

的方法所得精度更好。因此，地块尺度的分类方

法是，采用非负矩阵分解（NMF）的方法先对

归一化后的48个变量进行降维（降成5维），然

图5     空间匹配流程与结果

图6     机器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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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用k-means聚类的方法对降维之后的5个变

量进行聚类。多次试验，进行silhouette检验，发

现当分类类别数为9时，silhouette检验的得分

最高，意味着k=9时，分类精度最高，因此，选择

k=9类作为最终的分类结果。

图7展示了地块尺度分类的结果，地块的

类别根据各类别的曲线特征确定，同时抽样选

取已知功能的典型地块。从地块尺度分类结果

图可以看出，该方法对商务办公、商业商务混

合、商业识别度最高。能够很好地识别出这3类

对应的典型区域，如东二环的东直门—朝外一

带，财富中心，望京的商务楼集中区，丰台总部

基地，金融街及中关村办公楼集中区等商务办

公区；南锣鼓巷，王府井，西单，中关村购物中心

等典型商业主导区域；复兴门、建国门等商业商

务混合区。此外，对游憩—公园、居住主导、商住

混合—居住为主等功能的地块也有较好的识别

度。例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颐和园、圆明园、

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均能分到一类（公

园游憩类），但同时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等

则没有能够正确识别。居住主导类和商住混

合—居住为主类别在空间分布上的明显区别是

居住主导类更具外围性，且分布更多在南边，而

商住混合—居住为主类则更多分布在北边，这

与北京北部较南部发达的特征一致。而混合—

居住主导，及其他两类混合类则无法准确判断

类别，而实际上，这3类在五环内的地块中所占

比例非常小，可以说，总体上，本部分基于地块

尺度的地块分类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除对典型的功能区能有较高的识别度之

外，该分类对非典型功能区中精细地块也能有

较好的识别。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所在区域为

例（图8），这块区域包括了居住、商业、办公、游

憩公园等多种类型，随机抽取几个地块，观察所

识别的精度，结果如图8所示。图中，地块1经过

机器学习识别出来的结果是游憩公园类型，其

所表现的曲线特征为周末人多、平时人少、高峰

在下午14—17点的特征，与人们游憩娱乐的行

为习惯一致，进一步对比百度地图的结果，发现

该地块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所在地，为绿

地类型用地；地块2经过机器学习识别出来的结

果是商务主导的用地，曲线特征为明显的周末

几乎无人、平时人多、10—18点长高峰的特征，

与人们工作的行为习惯一致，而在百度地图中

显示该地块为京东总部未搬迁之前的办公所在

地，为商务办公用地类型；地块3识别的结果是

商业主导的用地类型，曲线表现为周末、平时略

突出的双高峰的特征，由于该购物中心为片区

级购物中心，主要服务周边居住、办公的人群，

因此商业特征相较商业中心不太明显，但仍表

现为商业主导的特征，而百度地图上显示该地

块为漂亮阳光广场，为商业服务业用地类型，

曲线、以及地图上的实景展示均验证了本部分

所用分类方法在精细地块尺度上具有较高的

识别度。

虽然在典型功能及精细地块尺度上都能有

较好的分类结果，但仍存在部分识别效果的比

例，如前文所述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等无法

与其他公园分为一类，故宫、景山公园等被分成

了商业主导类型等，这些均属于不恰当的类别

图7     地块尺度分类结果 图8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区域地块识别功能、对应曲线、实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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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说明单一从人类活动的特征推测用地功

能在功能更加混合的用地上区分度不够，且小

地块的人类活动数量会对异常事件有敏感的反

应，导致分类结果的误差，后续还得结合POI数

据和人类活动的数据，共同判断地块的用地功

能。值得一提的是，本部分所谈商业主导、居住

主导、商务主导等各用地功能，均是指承载更多

人类活动的功能，而不单纯是从地块中的占地

面积来判断。要掌握用地的运行状况，人的活动

实际是一个更合理的角度。此外，地块的数据去

除了道路、广场，而这两者本身也承载人类重要

活动，是一类重要的用地类型，而基于地块的用

地功能无法进行识别，也是遗憾之一。

2.2　网格尺度研究结果

为了更好地体现500 m网格的特点，弥补

郊区大地块中分类精度的不足，网格尺度分别

对POI数据、归一化后的48个小时的分时人口曲

线数据和原始曲线数据进行了空间匹配。通过

POI的分类结果辅助判断用地的主导功能。归一

化曲线的分类结果对时间活动特征进行强化描

述。原始曲线分类结果则侧重描述各网格内的

人口活动规模。通过3类数据分类结果的叠加，

可以对单一网格进行更为立体的解读。

在使用k-means进行分类前，通过Silhouette

检验，得知3组数据潜在的理想k值，即分组组数

均为5组。在非监督分类后，通过观察每组数

据的不同分组的统计学特征，研究可以结合

网格对应的实际地块对分组结果进行合理

解释。

在POI分组中（图9），分组依据主要为不同

种类POI的比重。5类分组结果分别为商业商务

综合地块、交通服务富集地块、商业混合地块、

市级活动中心，及居住企业学校地块。从分组结

果可以得知，POI的分组结果更偏重对商业的

描述，而对居住及公共服务功能的描述则略有

不足。而这也是由POI自身为商业导航的性质所

决定的。因此，使用分时人口数据分类结果进行

叠加在这里显得更有必要。

在未归一化的原始曲线的分类结果中，分

类依据主要是人口活动规模。人口活动规模由

图9     POI分类内结果分析

图10     分时人口密度分类结果

低到高共分为5类。对于归一化的曲线，其分类

结果主要体现了地块的职住特性与工作日和休

息日的特征差异。分类结果的职住性质分别从

纯工作场所类到职住平衡类再到居住娱乐类共

分5类。而在此分类方法中无法完好区分的居住

和娱乐则可由POI的分类结果进行很好的弥补

（图10）。

通过将3种分类方法的分类结果进行叠加，

排除不存在及特征重复的组合，共得到11类用

地功能分类。通过与已知特征的地块进行比对，

可以发现该用地功能分类的结果能够较好地对

研究范围内的500 m网格进行功能区分，并且区

分结果可以进行较好的解释。以笔者较为熟悉

的五道口地区为例（图11），在该区域内，用地

功能混合度较高、类型较为多样化。既有以商业

办公为主的华联，以教学为主的各大高校，也有

类似华清嘉园这类混合度较高、功能较为多样

化的住宅区。从分类结果上，笔者发现该尺度分

类方法对学校的识别效果较好，区域内的北大、

清华、北语等学校均可以被较好地识别。华清嘉

园等小区则被识别为商务中心类型，与其小区

内数量众多的小公司及周边繁华的餐饮零售业

的现状相契合。各研究院所及清华科技园所在

地块在该分类方法中也可以被较好地识别出

来，呈现出与学校和零售商业截然不同的分类

结果。

2.3　点阵尺度研究结果

点阵尺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通过将原始点

阵数据的48小时分时曲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对地块内部的人口活动热点及特征进行精细区

分与刻画，对地块内部的地块性质主导因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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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识别，发现地块热点。

在Silhouette检验后，k-means分类中的k

取值确定为15。不同于地块尺度与网格尺度，点

阵尺度的分类结果所主要表达的是根据曲线的

特征及规模反映出地块中建筑的外轮廓和建筑

中的不同功能。以西二旗为例（图12），点阵尺

度的分类结果很好地体现了西二旗地铁站及百

度大厦区域的高人口活动热度。高人口活动热

度的点均落入建筑内部，25 m的点阵精度也

保证了其可以对建筑外轮廓进行较好的勾勒

与反映。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比分类结果

的方法，对不同建筑的人口规模及活动特征进

行区分。

另一方面，通过对分时人口数进行叠加，可

以在点阵尺度对以人口密度为基础的三维空间

进行进一步刻画与可视化表达（图13）。由此图

可以判断，百度大厦是该地区人口活动的绝对

热点，其规模甚至远大于西二旗地铁站。同时，

百度大厦北侧的联想研究院则是该地块另一人

口活动热度较高的区域。

3　总结

分时人口密度数据为城市定量研究数据源

选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自身特征决定了在

刻画城市用地功能上，有着其他数据无法取代

的优势。同时，在结合POI等其他辅助数据源配

合时，分时人口密度数据可以对城市中的混合

功能进行较好的辨认与区分，帮助研究者与规

划人员发现传统研究方法所无法发现的城市特

征。在3层空间尺度下，该数据也能够对不同尺

度的城市功能特征进行诠释，对同一研究对象

进行多维立体描述，保证分类结果的精准和有

效性。

总体而言，分时人口密度数据解决了在规

模、规律和功能3个方面的认知过程中产生的问

题。首先，在规模识别上，该数据可以对分时人

口规模进行深度刻画，达到对同种功能不同级

别的识别，解决传统分析方法中对不同规模的

居住区、商业区分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第二，

在活动规律识别上，分时人口密度打破了传统

分析方法中单一结果、缺乏时间维度的构造，对

图11     叠加结果分析

图12     点阵分类结果局部

 图13     点阵分类三维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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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块不同时间段的特征进行了有效的反

映，对地块人口活动规律的单日内变化、工作日

与周末的差异进行了突出表达。第三，在城市功

能认知上，结合POI的约束，分时人口数据可以

发现传统用地分类中无法刻画的隐藏属性，如

小区里的公司。

但是在城市定量研究中，分时人口密度也

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与局限性。该数据最大的局

限性在于，由于数据是经过点阵进行采集的，点

阵的数据中并不包括单一用户的行为信息。这

也意味着，对于用户的时空轨迹，使用此种数据

无法进行分析。在大规模迁徙和行为路线选择

研究方面，该数据无法提供有效支持与帮助。

本研究通过使用非监督分类的方法对城市

用地进行人口活动特征与功能上的重新划分，

其主要贡献包括3点。第一，为建成环境使用后

评价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思路，超越传统评估方

法中访谈、问卷的小样本与局限性，为调研提供

更为多元化的视角。第二，为研究城市功能历史

转变提供了可能。传统调研方法对于历史数据

的获取和反馈能力相对有限。而本方法可以通

过个性化抓取，选择需要的时间与地理范围，对

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描述与刻画。第三，研究尺度

更为精细，在小微尺度上的数据分析为更多的

小尺度空间研究提供了可能，也满足了存量规

划的自身需求。在人流拥堵点识别、建筑与地块

的微观联系上，都有着可供挖掘的潜力。

通过此次研究，笔者了解到该数据与方法

在存量规划中的应用潜力。在下一研究阶段中，

通过完善该方法，可以对更为宏观和热点的规

划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例如研发可供非首都

核心功能疏解评估的人口规模监测模式、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重点对接单位和区块的用地人口

特征变化分析等。课题组也将对分析方法进行

进一步完善，通过该方法对城市的运行状况进

行常态化监测，在发现规划问题的同时，对规划

进行精确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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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规划师的专业知识局限和专业间的协作

难度所导致，另一方面则是受限于各类基础数

据的获取和掌握难易程度，只有完善的基础资

料和数据才能提高规划编制技术的科学性。因

此，全面获取并合理应用不同范围尺度、不同时

空维度的各类城市基础数据是城市总体规划在

编制技术层面提高可操作性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

史阶段，未来对城市规划的关注重点也从以往

的物质型、增量型转变为目前和未来的人本型、

存量型，这就要求以往基于建筑学思维的物质

空间规划模式必须发生转变，而基于对现状产

权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存量规划则对各类城市基

0　引言

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对城市空间发展和用地

布局进行统筹安排的战略性规划，其对于指导

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的稳定发展意义

重大。然而，由于城市总体规划的综合性较强，

包含了城市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空间、

基础设施、政策制度等各个方面，从规划编制的

角度来讲，需要在大量数据调查和分析的基础

上综合多专业的方法及技术才能够完成。目前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在技术方面受到诸多

诟病，其中规划设计人员在方案设计过程中的

主观臆断以及机械地套用各类技术规范是导致

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原因之一。这一问题一方

数据增强设计是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的规划设计方法。以陕北黄土沟壑区某小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数

据增强设计技术应用。根据案例城市特点和各类数据获取难易情况，在建立数据增强设计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以遥感影像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社会感知（空间句法）数据和交通观测数据为数据源，对规划编制各阶段的城市子系统进行数据驱动设计，并

对传统技术手段下的规划方案进行优化和调整。最后对中小城市总体规划中数据驱动设计技术整合方法提出若干意见，即应优

先选择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关怀有直接影响的技术方法、不同数据处理和分析之间的技术整合，以及对新的数据来源和新的数据

类型进行深入挖掘等。

Data Augmented Design is based on data-drive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a small city in 

Loess Gully Area as an exampl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Augmented Design for compelling technology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data gathering, the article takes remote sensing data, phone signaling data, social 

perception (Space Syntax) observational data and traffic data as data sources based on constructing framework of Data Augmented Design, in 

order to conduct data-driven subsystem design for various stages of planning and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planning under traditional techniques. 

Finally, a number of comments on the urban master planning for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ugmented Design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care, to technology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o new data sources and new data types to conduct in-depth min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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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与

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及大数据（开放数据）在城市规划与

城市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定量城市研究和数据

驱动设计已经逐渐成为未来城市规划在理论和

实践领域的主要方向。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而言，

如何探索在新数据环境下建立形成并应用于从

现状调查到的方案择优的技术逻辑框架，从而

提高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本文

研究的目的所在。

1　中小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数据增强设

      计技术应用框架

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

DAD）是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动的规划设计方

法，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

规划设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

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

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1]。

城市总体规划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对

各类基础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重要前提，在

数据增强设计的技术框架内，与城市总体规

划相关的各类数据能够增强设计人员对城市

空间及其内涵的深刻认知，进而对城市子系

统间的联系进行精确把握，便于在依据常规

技术规范进行规划设计的基础上，通过数据

发掘城市空间表象背后复杂的社会、人文以

及生态要素间的关系，从而反馈和贯穿于整个

规划设计过程。

由于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不同地区、不同发展背景的城市面临的发展问

题和机遇也各不相同，并且城市总体规划涉及

到的系统要素比较多、基础数据类型和数据量

大，难以用一套固定的技术体系来构建与之相

适应的数据增强设计技术路线。因此，本研究的

关注重点在以中小城市总体规划为研究对象并

以陕北黄土沟壑区某小城市为例，将技术问题

聚焦在空间尺度较小、问题相对集中的城市地

域单元，通过实证初步尝试探索性地构建针对

于中小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数据增强设计技术

应用体系。

案例城市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丘陵沟

壑地带，全县辖3镇3乡2社区，总人口约为9.5万

人，县城位于县域中部沿河东岸的河谷阶地上，

呈明显的河谷带状城市形态。截至2015年，县城

常住人口约为3.5万人，总建设用地面积约4.2 

km²。与此同时，全县范围内林草覆盖率和森林

覆盖率都非常高，丰富的山水景观资源和敏感

性生态区域不仅构成了特有的城市自然生态基

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发展。通

过对目前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新目标导

向和新技术应用趋势的综合解读，以及对案例

城市现状问题的分析和梳理，研究确定在城市

总体规划中可以通过数据增强设计来提升技术

方法的环节， 可以总结为生态安全、城市空间结

构（公共中心）、城市设计、城市密度4个方面。

基于数据资料的获取难易程度，研究所对应的

增强设计数据分别为遥感影像数据、手机信令

数据、社会感知（空间句法）数据和交通观测

数据（图1）。

2　案例研究——以陕北黄土沟壑区某

     小城市为例

2.1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对城市生态安全

        格局的构建和用地规模的核定

对于陕北黄土高原来讲，脆弱的生态环境

和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展

开用地布局的最大制约，而对于更大尺度县域

范围内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则可以在确保生态

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生态安全格局约

束下建设用地规模的核定来对总体规划中确定

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进行调整，实现城市空

间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

研究的技术路线为：首先通过国家地理空

间数据云平台免费获取2015年5月的Landsat 

7 ETM遥感影像（一般而言，陕北地区5月的

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图平均云量低于5.0%，成

像质量较好）；其次，运用ERDAS 9.2软件对获

取到的遥感影像进行坐标校正与解译处理，提

取县域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再次，借助景观

生态学的分析框架，对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赋

予不同的生态阻力值作为阻力面（图2），同时

确定重要物种迁徙的“源（即各类生物物种的

栖息地）”，采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计

算出县域范围内重要的物种迁徙生态廊道[2]，并

图1    中小城市总体规划数据增强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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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土地利用的阻力值

将其作为严格保护的禁止建设区（图3）；最后，

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下的各类土地利用关系通

过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1）预测未

来县域和中心城区层面建设用地规模，在此基

础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进行

衔接（表2）。

从表2规划期末建设用地规模来看，县域层

面的城市规模基本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

态安全保护的双重要求，而城市总体规划所确

定的6.5 km²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根据人口

规模预测和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乘积来综合确

定）则相应偏高，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

通过遥感数据的增强设计对原规划中确定的城

市规模进行了修正，使调整后的规模能够满足

生态保护与基本农田保护的需求。虽然规划期

末的总建设用地面积变小，但在规划中仍然可

以通过制定更加紧凑、集约的土地发展和使用

策略来确保城市空间发展的土地供给。

2.2　手机定位数据驱动设计对城市空间结

        构的调整

城市空间结构是在中心城区层面城市总体

规划的重点之一，传统基于“服务全覆盖”的

结构规划考虑了各级公共中心在空间上的服务

半径和配置要求，而忽视了人的行为活动及其

分布的空间规律。手机定位（信令）数据记录

了城市居民的日常行为、空间分布和对城市空

间的使用方式（其中工作、居住、游憩等活动最

为重要），研究城市中所有用户活动行为的时空

规律[3]，就能在传统基于“服务全覆盖”规划设

计方法基础上结合人的时空行为规律对城市空

间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改变以往“N心N

带”构图式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设计思路。

本研究以案例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44个

移动/联通通信基站手机定位（2G、3G）数据

（2015年4月22日—4月30日）为数据来源，依

据基站所链接的手机用户数量，首先采用核密

度法（Kernel）生成手机用户密度图，计算出工

作日和休息日不同时段多日平均用户就业密度

分布以及多日平均用户游憩密度分布，其次对

多日平均用户就业密度和游憩密度进行空间聚

图3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管制规划

图4    中心城区平均就业与游憩的密度分布与空间聚类

表1   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单位：%）

2015
总计 减少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其他

2003

耕地 23.7 0.4 2.1 0.2 4.7 0.1 31.2 7.5
园地 0.1 1.8 0.0 0.1 1.1 0.2 3.3 1.5
林地 0.0 0.0 58.4 0.0 0.2 0.1 58.7 0.3
草地 0.0 0.5 0.1 2.2 0.4 0.1 3.3 1.1

建设用地 0.2 0.0 0.0 0.0 2.9 0.0 3.1 0.2
其他 0.1 0.0 0.2 0.0 0.1 0.3 0.7 0.4

总计 24.1 2.7 60.8 2.5 9.4 0.8 100.0
新增 0.4 0.9 3.3 0.3 6.5 0.5

表2   县域及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核定

范围
现状（2014） 土规（2020） 城规（2030） 预测土地增量
规模

（km²）
比例

（%）
规模

（km²）
比例

（%）
规模

（km²）
比例

（%）
规模

（km²）
比例

（%）
县域 16.9 0.73 18.2 0.79 18.5 0.81 18.3 0.80
中心
城区 3.3 41.25 5.3 66.25 6.5 81.25 5.8 68.80



20 | 数据增强设计

图5     中心城区路径全局整合度分析

图6    中心城区规划期末交通量分配

类分析（借助ArcGIS 10.2平台下局部空间自相

关的局部G统计量功能完成），从而识别出中心

城区的商业就业中心和休闲游憩中心（图4）。

研究发现，中心城区的商业就业活动密度呈现

由中心沿带状向两翼递减的趋势，并在现状城

区中心周边城区形成一个相对高密度的次区域

中心；同时，中心城区游憩活动最密集的区域更

多集中于城区两翼的山地（山体公园），而非中

心城区的集中建成区，并且与商业就业活动高

密度区在空间上并不重合。依据此结论通过比

较对基于物质空间传统的规划设计结构方案提

出的空间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即强化现状城市

公共中心的商业规模和等级、将规划的城市副

中心移动到商业就业活动高密度区、调整城市

绿化中心体系等。

2.3　行为感知数据驱动设计对城市设计框

        架组织的优化

城市设计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

面貌、城镇功能，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

一门学科。Lynch K对人的“城市感知”意象

要素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一个可读的

城市，它的街区、标志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

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形态，即著名的“城市设

计5要素（区域、节点、路径、边缘、地标）”理论

方法，传统的城市设计分析就是基于“5要素”

展开。但这种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就在于过多

地关注了要素在物质层面的合理性和组织关

系，而忽略了要素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与人文属

性，导致大多数的城市设计成果也存在可操作

性不强的特点。

空间句法（Space Syntax）分析是一类

新的拓扑分析技术，目的在于表征城市空间系

统的社会性与功能特征，强调了空间内在的主

体特征。在拓扑空间要素的选取过程中，该方法

选取社会性功能强烈的街道空间确立句法轴

线（Axial Lines），对应于传统拓扑分析要素中

的弧，并选取最少数量的全部最长轴线来表征

整个城市空间的拓扑结构，轴线交叉点既包括

网络交叉点（Junctions），也包括街道空间转换

点（Turning Points）。这一方法以句法轴线作

为分析的核心要素，通过分析轴线本身的可达

性、集成性和渗透性研究拓扑结构的内在逻辑，

总结其发展变化规则，借以判断城市空间系统

内在的变化规律[4]。因此，空间句法分析技术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在传统城市设计“五要

素”基础上，融入了空间社会属性的分析方法，

从而达到精确理性地表述城市空间形态背后

行为规律的目标。基于此，本次研究对案例城市

中心区分别通过基于全局整合度分析（Global 

Integration，图5）和基于视觉可视度（Visual 

Graphic Analysis）分析提取中心城区建成环境

认知度高的城市设计“5要素”中的路径、区域

和节点3个要素，对规划确定的城市设计框架体

系中相应的要素组成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

上对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设计框架进行优化

调整。以“路径”要素为例，研究发现，基于传

统设计思路所确定的部分城市轴线并未体现出

较高的全局整合度；而与此相反，部分在设计中

被忽视的传统街巷和城市生活性道路却体现出

较高的空间整合能力。因此，基于空间句法分析

对城市设计框架的优化调整不仅强化了“参数

化设计”对“美学设计”的概念及方法补充，

同时也能够为城市设计的分析过程引入一种定

量化、社会化的视角。

2.4　交通观测数据对城市道路系统规划与

        城市密度分布的整合

2006年颁布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中明确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对城市开发

强度（即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进行预测，

这使得以往重点关注城市宏观战略发展的总体

规划必须同时考虑微观层面的街区和地块开

发。影响城市开发强度分布的因素较多，对于案

例城市这种典型的带形城市而言，交通组织和

交通承载力是决定城市运行效率的关键，从而

同样也会影响到城市的开发强度。大量实践案

例证明，地块容积率和地块周边的最大交通量

往往呈现出非常高的关联性，即容积率高的地

块周边城市道路的交通量大。而以往的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城市

密度系统规划并未结合考虑，这将使得预测出

的城市开发强度指标与道路承载力可能发生不

匹配，从而带来局部地段由于密度过高造成交

通压力增大的问题。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城市道

路系统规划与城市密度分布的动态匹配与调整

探索二者间的技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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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技术路线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

对中心城区现状交通情况进行调查，重点调查

对象为居民出行特征及意愿调查、道路交通量

调查，道路交通量数据来源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

的各路段道路车流量监控；其次，通过对中心城

区各路段现状交通量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出城市

现状OD模型，计算出相关的参数值；再次，通过

TransCAD软件平台下的出行生成、出行分布、出

行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四阶段法”对规划期

末城区道路的交通量进行分配（图6）。通过图6

可以发现，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交通压力过大的情

况，说明城市中居住区和就业区（主要指工业区）

之间的交通联系过于薄弱，典型的带形城市特征

和过于集中的就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问题；

最后，在交通小区（TAZ）层面将各条道路分配

到的交通量分别与其围合形成地块的开发强度

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用地功能同时对道

路、密度和用地布局进行同步动态调整，从而实

现二者系统的协调发展（表3，表4）。

 

3　结语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层

面的DAD技术涉及多个方面，如生态安全格局

建构技术、空间管制技术、城市规模确定、城市

空间结构优化技术、城市设计要素量化提取技

术、城市道路网系统优化调整技术等。虽然单一

表4  中心城区道路系统的调整

表3   基于交通量预测的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居住地块）调整

TAZ编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调整前密度（m²/人） 25 25 35 18 12 — 28 28 — 30 20 20 — 35 
调整前
容积率 2.5 2.5 1.5 4.0 4.5 0.8 2.0 2.0 0.8 1.8 3.0 3.0 0.8 1.5 

调整后密度（m²/人） — — 25 10 18 28 28 35 — 28 22 25 — 28 
调整后
容积率 0.8 0.8 2.5 4.5 4.0 2.0 2.0 1.5 0.8 2.0 3.5 2.5 0.8 2.0 

环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数量（条） 1 1 18 13 42 19 6 34
通行能力
（pcu/h） 1 500 1 500 1 200 1 200 800 800 500 500

设计车速
（km/h） 80 80 60 60 50 50 40 40

过程的DAD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规划编制在技

术方法上提升与创新，但由于城市总体规划本

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不论任何环节、任何

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数据驱动都无法从整体上使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在技术理性层面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上述所有

数据驱动技术整合到一个框架体系内，相互之

间进行综合动态协调，当采用不同的数据增强

设计技术产生的结果发生互相矛盾时，应当秉

承“环境优先、以人为本”的根本性规划设计

理念，优先选择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关怀有直接

影响的技术方法，通过规划设计人员的主观判

断确定技术价值取向，从而与目前和未来一段

时期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目标相适应。

国家层面“新常态”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对

城市发展价值取向的转变需要新的城市规划理

念、方法与技术来应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变革也

要求规划设计更应该重视对各类新数据的挖掘

和应用，本文通过实证说明数据增强设计在一

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变革的探索性应对。但需要

指出的是，数据增强设计技术面对城市系统的

复杂性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不仅需要在技术方

法优化特别是不同技术整合上进行深入的分析，

还需要对新的数据来源和新的数据类型进行挖

掘，结合具有一定特点的案例进行多层次、多维

度的实证分析，使得数据增强设计在理念、方法、

技术、实践等方面同步发展。此外，在重视和合

理、有效利用新数据进行增强设计的同时，也不

能忽视传统数据对城市规划技术方法的支撑作

用，应将二者辩证、协同使用，才能在新数据环境

下面对复杂、易变的社会复杂巨系统，为城市空

间分析和城市规划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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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ctivity Map: The Platform for Data Augment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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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令、公共交通刷卡记录等大数据，以及来自商业网站和政府网站的开放数据共同促进了“新数据环境”的形成；时

空行为数据是新数据环境下最有价值的数据类型之一，但规划设计行业的新数据应用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分析

了数据来源、分析工具和应用结合3方面的难点，在获取了全国范围的互联网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数据的基础上，

对其从时间、空间和组群3个维度进行了解构和重组，率项目团队开发了人迹地图时空行为规划分析平台，提供了人流分

析、锚点分析、人群分析和城市画像等功能，编写了基于人迹地图平台的《数据增强设计手册》框架，初步支撑了若干个

规划项目，并探讨了人迹地图在未来规划设计中的价值。

‘Big data’ such as mobile phone signal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smart card records and ‘open data’ from commercial websites and 

government websites joint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ata environment’.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data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types in the new data environment, but the problem of new data appli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till can’t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difficulties: the data source, analysi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combination.Through 

cooperating with internet DMP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author obtains internet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 data of 

3 billion mobile devices and deconstructs and reorganizes the data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time, the space and the group and 

developes a planning analysis platform: human activity map.The platform provides analyses about stream of people, anchor, groups 

and city profile. The author writes the frame of Data Augmented Design Manual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human activity map, assists 

of several planning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value of human activity map in the future planning.

0　引言

随着ICT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

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开放数据运动的推动和

志愿者数据的出现，数据的可获得性大为增

强。手机信令、公共交通刷卡记录等大数据，以

及来自商业网站和政府网站的开放数据共同

促进了“新数据环境”的形成[1]。有别于传统

的来自于官方渠道的地形图、统计资料，这类

新数据不仅能够对传统数据形成一定程度的替

代，并且，来自于手机信令、互联网用户行为数

人迹地图：数据增强设计的支持平台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作者简介

茅明睿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城规技术服务

中心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硕士
储  妍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信息中心

助理工程师，硕士
张鹏英

北京城垣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沈  忱

北京交通大学

博士研究生

据等的个体数据还能够在微观尺度以及更丰富

的维度上描述人的行为活动和个体特征，所以

新数据环境的出现对于规划设计工作而言，不

仅意味着对传统数据的依赖性降低，同时也意

味着新的分析视角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

的规划设计方法变革。为此龙瀛等提出了数据

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DAD）

这一规划设计新方法论[2]。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原有的宏大愿景

式规划正在悄然改变，大量扩张型的增量规划

在向存量规划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规划的内

时空间行为 | 数据增强设计 | 人迹地图 | 新数据环境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 Data Augmented Design | Human activity map | New dat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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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价值、类型、形式、路径、对象、市场和技术手

段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从单纯关注物质空间，

变成全面关注市民、经济、社会、生态与空间的

可持续发展。时空间行为研究不仅为理解人类

活动和城市环境在时空间上的复杂关系提供了

独特的视角，同时已经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学一

种很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3-5]，时空间行为研究

使城市研究者能够从个体日常生活经历的视角

理解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和结果[6]，成为理解中

国城市社会转型的行为范式[7]，弥补传统城市规

划对居民时空行为的规律与决策机制考虑的不

足，传统的基于土地的、静态的、蓝图式的城市

规划亟待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相结合，从而转向

基于人的、动态的、精细化的规划[8]，因此时空间

行为研究和应用实践也成为数据增强设计方法

变革中备受关注的组成部分。

1　难点

尽管近年来在规划设计领域也出现了不

少基于时空行为数据（手机信令、出租车轨迹、

IC卡刷卡记录等）的应用案例，例如在上海[9]和

北京[10]等城市进行的出行调查使学者对于个体

的活动类型、出行目的地、出行方式、出行路径

有了更为深入和完整的分析，但分析结果发现，

在数据精度和有效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同时规划设计行业的几个应用问题仍然没能得

到有效解决。

1.1　数据来源

开放的数据不大，大数据都不开放，真正

有价值的时空行为数据大多都处于非开放状

态，比如手机信令数据都由运营商所掌握，虽

然可以开展商业合作，但价格不菲，且基本无

法让规划设计人员接触到原始数据；IC卡刷卡

记录则在政府或者一卡通公司手里，数据协调

成本高昂。所以当前的大量城市研究和行业应

用的数据基础并不稳固，已有的若干应用案例

（比如上海SODA开放数据大赛所公开的某周

的出租车轨迹数据、北京某几周的IC卡刷卡记

录等）都基于非常偶然的数据样本，或者基于

爬取的位置微博、百度热力图等互联网数据来

开展。

片段性的数据样本对于时空间行为研究方

法的探索有价值，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

个时期的某个特定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及规律性

的职住关系等问题，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缺乏

全局和组合度量数据的考虑[11]不能解决数据的

覆盖广度和时间跨度等问题。

而位置微博和百度热力图等互联网数据则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前者定位过于稀疏，人群样

本有偏性严重，而如果数据样本没有代表性，直

接利用有偏的样本分析，纵然样本量非常大，不

仅无法得出正确的分析，而且无法反映出行链
[12]；通常科学的数据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及高

度可利用性的集成性[13]，然而后者则只能表现

某些城市空间的密度变化，而无法分析个体、群

体的空间行为。更重要的是，基于爬取所获得的

数据其本身也仅能限定于学术研究领域，而无

法成为规划设计行业的商业应用基础。

1.2　分析工具

作为大数据的一种，时空行为数据同样具

有难以处理、清洗、建模等技术难题，普通的规

划设计机构并不具备相应的软硬件架构基础，

而普通规划设计人员也基本都不具备相应的

IT技能。相比传统的行业软件基础——CAD制

图软件和GIS空间分析软件，时空行为数据并

没有成型、通用的应用软件平台来供城市规划

设计人员开展工作，已有的应用大多是规划设

计机构通过与高校或者数据企业开展案例合

作来进行，这种案例级别的专题合作形式也无

法让时空行为数据真正成为行业转型的数据

基础。

1.3　应用结合

要让数据真正起到增强设计的作用，使这

一方法论能够成立，必须将基于物质空间的蓝

图式规划设计方法向基于市民和社会的动态规

划设计方法转变，而这个转变不仅需要相关理

论方法的革新，还需要对规划设计行业的工作

流程进行再造。

对于时空行为数据（及其他新数据）的统

计、分析和可视化反映的都是现状或某个历史

片段里个体、群体的活动情况，若要基于这些数

据来辅助，甚至驱动规划设计，仅仅做现状统计、

描述是不够的，所以需要行为论、时间地理学、活

动分析法、复杂系统等传统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领域相对陌生的理论来发现个体、群体的空间

偏好，分析人群集聚、扩散规律，挖掘个体行为模

式，探寻行为与空间互动关系，从而在传统规划

设计工作基础上形成一套依托传统数据和新数

据、针对不同规划设计工作类型的完整的工作流

程和解决方案，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时间去实现数据积累、样本收集、理论引入、实

践尝试、流程再造和形成解决方案。

图1    百度热力图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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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预测上，所以这些平台仅仅是利用单一维

度的人数统计来进行“现象描述”。

对于规划设计而言，将时空行为数据仅用

来进行现象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手机信

令数据，LBS数据还是IC卡刷卡记录，它们都

是由“ID、时间和位置”构成的文本记录，在空

间上其最直接的表现为一组时间序列的点的集

合。笔者认为对这个集合可以有3个不同的维度

来进行解构和重构：时间、空间和组群。

3.1　解构

（1）空间维度

空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坐标，它是有异质

性的，这种异质性以边界的形式呈现，每个边界

都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在空间维度

上，时空行为数据的组织单元可以从微观到宏

观，按照网格、地块、街区、乡镇、区县或者城市

及以上更宏观的单元来组织（图2）。

（2）时间维度

在时间维度上，时空行为数据可以分时、分

日、分特定时间段来组织，此外通过个体行为的

时空分布规律发现其锚点。通过不同的时间段

来推测个体、群体的行为类型，定义他们的行为

空间，发现个体的锚点，并进一步描绘个体、群

体的生活圈。在通勤行为空间里，锚点为居住地

和工作地；在日常生活行为空间里，锚点为居住

地和常去的购物场所以及接送孩子的学校等；

在假日的休闲行为空间里，锚点为居住地以及

常去的休闲场所。

（3）组群维度

在组群维度上，通过画像技术，时空行为数

据又可以根据画像标签分为若干类组群，例如

人口特征：年龄、性别等；设备特征：机型，语言，

操作系统，价位等；行为特征：上班族，居家族，

加班族，经常出差者等；以及职业特征和消费特

征（表1）。这些特征标签里，有的来自于个体所

持设备所直接贡献的信息，有的来自于设备安

装的APP以及APP的应用情况，但是与规划设

计关系最密切的标签——行为特征，则来自于

个体的时空行为建模。比如笔者曾利用北京地

铁IC卡刷卡记录识别了地铁里行为异常的481

1.4  小结

上述3大问题成为了规划设计行业在新数

据环境下产业升级的3大痛点，不能解决这3个

层面的问题，“新数据环境”仅能具有研究意

义，数据增强设计也仅在个案情景下有效，而无

法成为普遍的生产力。所以笔者认为要从数据

基础、面向规划设计行业的分析工具平台建设，

以及数据增强设计解决方案3个角度入手实现

规划设计行业的技术升级，让新数据成为行业

的生产资料，让数据增强设计的方法成为行业

的生产力。

2　数据基础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无论在城市规划领域

还是交通规划领域，规划设计人员都将过多的

精力放在协调资源上，而无暇顾及深层次的

问题；已有应用局限在现状描述上，而没有触

及规划的真问题[14]。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亟需建立一个面向规划设计行业的时空行为

数据平台，降低行业的数据获取、应用成本和

使用门槛，让新数据成为规划设计行业的生

产资料和生产力，解放规划设计人员和城市

研究者的精力，让他们专注到规划真问题的

解决上来。

笔者对国内主要的数据服务商进行了调查

和沟通，并获得了TalkingData、中国联通等企业

的合作，加上部分城市的IC卡刷卡记录以及位

置微博等时空行为数据，为规划设计行业建立

一个覆盖全国的时空行为分析平台奠定了数据

基础。

在这些数据中，当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来自于TalkingData的LBS数据。TalkingData

是一家第三方移动DMP（Data Management 

Platform）平台，在其平台上拥有十余万款APP

的应用数据，是目前互联网上唯一商业开放的

能覆盖全国的时空行为数据源。在TalkingData

平台上有超过30亿台移动智能终端的数据，其

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亿，月活跃用户数超过6亿，

日定位请求超过30亿次。

与运营商的数据不同，互联网的LBS数据

不仅包括来自于基站的定位，同时还包括GPS

和Wi-Fi等其他定位方式的数据，由于DMP平台

不仅采集定位数据，还会采集用户的其他行为

数据，所以DMP平台能够对用户进行维度更加

丰富、立体的画像，从而对用户赋予多种多样

的标签。TalkingData用户标签包括人口属性、

设备属性、地理位置、应用兴趣、游戏偏好、消

费偏好、游戏深度、行业标签、定制标签等9大

一级类500余二级类标签，其数据规模仍在迅

速扩张中。

3　建设思路

在互联网上已有若干基于时空行为数据的

应用平台，比如百度热力图（图1）、腾讯的宜出

行平台等，这些平台都有着高质量的时空行为

数据，但是这些平台大多仅能反映短期内的分

时人口密度情况，而百度等与交通、旅游部门合

作的应用平台也大多停留在瞬时流量的预警和

图2    LBS数据的维度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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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灰色人群[15]（乞丐、发小广告、快递等），龙瀛

等曾利用北京公交IC卡刷卡记录识别了18.9万

个低收入持卡人[16]。

3.2　重构

通过3个维度的解构，一组看似意义单一

的时空日志文本变成了具有多种组合条件的

数据集。它能够帮助规划设计人员在不同的时

间范围上去观察城市时空异质性和人群异质

性，发现不同组群的职住分布特征、联系特征

和行为模式，了解他们空间选择偏好以及变化

趋势。比如不同国籍的人都在城市里哪些小区

居住，从事何种工作，喜好城市的哪些场所（图

3）等；或者软件开发者群体都住哪些小区（图

4），他们的生活圈又是如何构成的，他们与商

务人士的居住、就业和日常活动场所的差异如

何等。

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也可以反过来定义城

市的空间，过往的城市规划、土地管理领域，城

市的空间被自然属性、功能属性和权属性质所

定义，规划设计人员对于空间最熟知的定义方

式是用地性质。而时空行为数据赋予了从“行

为空间”视角——也就是从人的活动来定义

城市的全新条件。比如根据空间单元里不同国

籍、不同地区的人群的活动强度来计算城市单

元对不同国籍、不同省份人群的吸引力；根据

单元居民的加班频次，计算其加班率；根据单

元居民的出差频次，计算其差旅度；根据单元

居民的出行目的地的不规律性，计算其活力

度；根据夜间单元里非本单元居民的密度来计

算该区域的夜生活服务度；根据单元居民的通

勤距离、通勤结构和内外通勤比，计算其职住、

通勤特征；根据单元居民在春节、长假的去向，

计算单元与其他区域的联系度……这些指标

可以有助于规划设计人员来用于精细化的评

估城市中微观空间的活力、品质，以及其他无

法用测绘、遥感等传统手段观察的动态特性。

基于这些行为活动特性，结合城市的区位、用

地、景观、建筑、路网、步行可达性、公交可达

性、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产业分布、房价等其

他特性，使规划设计人员和城市研究者有可能

图4    研发设计人群在北京的居住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平台。

图3    2015年8月韩国人在北京活动位置热力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平台。

标签类型 标签 选项

人口属性

性别 男，女，未知
年龄段 老，中，青，少，未知
婚否 是，否，未知
育否 是，否，未知

有车族 是，否，未知

设备属性
价位 1 000元以下，1 000—1 999元，1 999—2 999元，3 000元以上
系统 安卓，苹果，其他

涉外人群 英系，日系，韩系，法系，德系，西系，中繁，其他，否

行为属性

居住地、就业地 坐标
居住城市、就业

城市、老家 城市名或者行政区划代码

常出行方式 公共交通，出租车，私家车，非机动，未知

身份标签
工作人员，大学生，中小学生，上班族，低收入人群，灰色人
群，夜行者，居家族，加班族，二居所人士，早起者，晚归

者，长距离通勤者……

职业属性 职业
公务员，科研，体育，医生，文化，宗教，商业，艺术传媒，
商务，社会服务，教育，军人，外事，安保，乡镇企业，农
业，矿业，工业，研发设计，交通，市政，仓储物流……

表1  人群标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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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空间、人群、行为和活力之间的关系。这

个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计算过程，笔者将其称为

“空间画像”。

4　平台功能

根据上述思路，项目团队进行了平台的研

发，基于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对数据进行抽取，

空间统计和建模画像，并对空间单元计算指标，

通过人迹地图时空行为规划分析平台发布。人

迹地图平台目前具有人流分析、锚点分析、人群

分析、城市画像等模块（图5）。

4.1  人流分析

人流分析功能提供了人流密度分时变化

特征。通过人迹地图的人流分析功能，可以查

看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随着时间变化的人口

密度分布，以及该单元的人口瞬时结构特征

（图6），例如年龄、性别、来源等属性；此外，平

台还可以集成多源数据：北京的IC卡刷卡数

据，可以按时间查询各站进、出站人流数据：某

时刻进站人数，进站客流的去向，出站人数，出

站客流的来源（图7），以及人群的类型（例如

普通乘客、大学生、中小学生、低收入人群、灰

色人群等）。

4.2　锚点分析

北京大学柴彦威教授总结了生活圈规划思

想，通过社区居民的出行行为日志，观测居民的

出行规律和锚点，界定出不同的空间范围，并赋

予其特殊的意义[17]。依托该思想，通过锚点绘制

图5    人迹地图平台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北京2015年某日瞬时人流密度分布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平台。

图7    2015年某日地铁站进站人流分析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

图8    基于锚点的生活圈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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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京津冀地区某网格单元的职住特征连线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

图9    京津冀地区某网格单元的职住色差图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

空间单元的居民群体的不同生活圈（图8）。

（1）社区生活圈，即市民的居住社区范围，

由居民的居住锚点结合空间特征聚类形成；

（2）基础生活圈，即市民日常生活的基础

生活范围，由居民居住锚点和购物等锚点构成；

（3）通勤生活圈，即市民居住社区与工作

地之间构成的通勤范围，由居民居住锚点和就

业锚点构成；

（4）扩展生活圈，即市民居住社区与他们

中长距离出行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的活动范围，

由居民居住锚点和长距离休闲锚点构成；

（5）协同生活圈，即市民居住社区与商务

联系经常出差、或者回老家等多次反复长距离

出行构成生活圈范围，由居民居住锚点与商务

出差或回老家等长距离出行锚点构成。

按照不同的空间单元对单元内的人群锚点

进行统计，从而形成不同单元间的住—职、住—

闲（职—闲）、住—假（职—假）等联系特征。

用户可以查看居住在不同单元的人群的就业

地、休闲地、度假地的分布，或者在不同单元就

业的人群的居住地、休闲地、度假地分布，以及

查询单元间的联系强度（人数）和单元的各类

指标。联系特征通过色差图、连线形式等不同可

视化方式来展现。

单元的指标则包括人口结构，比如性别

结构、年龄结构等；职住通勤结构，比如：平均

通勤距离，职住比，内外通勤比（图9）；职业

结构，比如单元内不同职业的人数和比例等

（图10）。

4.3　人群分析

人群分析可查询不同标签人群的居住地、

就业地分布以及典型工作日、休息日的空间轨

迹，通过空间可视化展现人群的异质性（图

11）。

4.4　城市画像

城市画像通过空间专题图和仪表盘对城市

单元的各类指标进行可视化展现，描绘城市不

同区域的空间异质性。指标从行为空间、景观、

用地等视角来组织（图12）。

图11   人迹地图的人群分析功能展示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

5　平台应用

人迹地图平台是互联网上第一个全国范围

的时空行为规划分析平台，由于其覆盖全国所

有城市的数据，属性维度也比较丰富，所以具备

了按照任意单元、任意属性维度开展数据分析，

以及多个地区间进行横向对比的条件。目前平

台已在“通州行政副中心规划研究”、“顺义城

市品质提升研究”等项目中得到应用（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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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城市研究有价值的标签和指标，随着数据

源的丰富和完善，理论上可以实现对任意时空

范围的分布、联系、人口和空间特征的可交互式

的提炼、统计、输出和可视化，这使行业的应用

平台比现有的互联网时空平台从简单的“现象

描述”更进一步，达到较复杂的建模和“特征

提取”层面。

随着时空行为数据的沉淀积累，多源时

空数据的融合，以及相应时期的其他数据——

POI数据、政策数据、现状用地数据、规划许可

数据、企业数据等，动态跟踪规划项目、公共政

策的变化和行为空间的指标以及人群结构的变

化，平台就有了发现时空行为与城市、规划、政

策、经济等相关规律的可能性，从而向“规律发

现”发展。

大数据——包括时空行为数据及其有关

技术，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对城市这样的复杂系

统进行远期预测的能力，目前已有的预测算法

都是基于历史统计规律对短期行为（比如人流

流量与流向）、个体的出行方式和位置等进行预

测，这类预测与规划项目、公共政策实施后的结

果预测或者预评估是不同的，所以平台对于规

划设计的“增强”意义并不在于为规划设计人

员提供了预测未来的手段，而是通过动态的指

标对规划项目的前期研究、目标选择、实施过程

和运营管理进行跟踪、评估和反馈，协助规划设

计从蓝图式规划到动态的、实施性、政策性规划

转变。

图13    早晚高峰顺义地铁进、出站客流情况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平台。

图12    城市画像：人口密度指标
资料来源：人迹地图平台。

在上述项目中，规划师利用人迹地图平台的

锚点分析、人流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功能，基于

LBS数据对通州、北三县和顺义的职住关系、

基于IC卡刷卡数据对轨道交通的通勤情况和

基于微博语义对城市的消极空间等内容进行

了分析。

为了实现对规划设计的有效支撑，项目团

队正在结合具体项目，以人迹地图平台为应用

载体，编写《数据增强设计手册》（以下简称“手

册”）[18]，针对不同规划层次，从现状分析、方案

设计到评估运营等阶段分别提出开展规划设计

的工具、方法、指标等内容，使之成为新数据环

境下规划设计的完整解决方案。手册选取用地、

区位、空间结构、人口、就业、居住、功能品质、产

业、交通等要素类别，通过前期分析、方案设计、

评估运营3个流程来指导用户基于数据进行规

划设计（图14）。

6　结论

目前人迹地图平台还处于研发阶段，无论

是功能层面、数据层面还是数据增强设计的解

决方案层面都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比如数

据源的有偏性问题亟待解决：互联网LBS数据

与其来源——互联网DMP平台所管理的APP

种类、APP的覆盖客户群体以及APP的活跃程

度高度相关，目前来看其覆盖的人群偏一线城

市的年轻人，不能代表全体市民，在不同区域其

覆盖人群的比例也不一样；而IC卡刷卡记录也

仅能代表乘坐公共交通的人群。但是这是规划

设计行业走出的第一步，利用本专业的领域知

识，规划设计人员有能力对海量的时空行为数

据进行处理、组织、加工、统计，并通过建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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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数据增强设计手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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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olycentric Cities Based on Baidu Hea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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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民借助互联网的活动为出发点重新定义城市中心，采用百度热力图数据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识别全国658个城市的城市

中心，其中69个城市表现出多中心性。基于识别出的多中心城市，进一步研究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城市

中心的数量，将多中心城市划分为起步型多中心城市、成长型多中心城市以及成熟型多中心城市3类；分析了城市中心面

积、城市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城市活动强度等，以此考察中国多中心城市的多中心特征。其中，中国大城市表现出明显的

多中心性，而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市的中心发育极其滞后；各城市中心面积的差距悬殊，但总体上都有层级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多中心城市由起步到成熟，中心间的沟通距离会逐渐增大，但中心对于城市活力的带动作用也比较明显。回归分析的

结果表明，就业人数和人均GDP与城市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显著相关。最后，从中心培育的重要性、中心网络效率以及中心

识别方式3方面给出了建议。

This paper redefines urban center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which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Internet, and identifies all urban centers of 

658 cities utilizing Baidu heatmap. We take the new method of recognizing urban centers as a bottom-up pattern which will assist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method. Among 658 cities, there are 69 polycentric cities; and we focus on them to explore the general law of 

Chinese polycentric cities. All polycentric cit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urban centers, which 

are primary polycentric city, growing polycentric city, and mature polycentric city. We further analyze areas, average distance and 

activity intensity of all polycentric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Chinese big cities perform 

significant polycentric city, while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especially county-level city) are extremely lagging.  Disparities among 

all polycentric cities in areas of centers are huge; Generally, they all tend to develop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s the polycentric cities 

keep developing from primary level to mature level, the communication distance will increase gradually, but the improvement of centers 

to city dynamic is also remarkable. At last,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employment and GDP per capita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enters. Accordingly, we provide thre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cities regard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center, the efficiency of centers’ network, and the new method of identifying centers.

0　引言

城市空间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城市规

划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基于西方国家

城市化进程远早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城市空间

结构理论同许多其他城市理论一样也经历了先

引入后本土化的过程。自20世纪80至90年代中

期，中国学者们开始学习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

论[1]，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城市

空间结构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做了大量的实证研

究。渠涛等以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为切入点，

基于百度热力图的中国多中心城市分析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作者简介

李  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研究生
李苗裔（通讯作者）

日本金泽大学环境设计学院

博士研究生
龙  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研究员，博士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数据增强设计研究室

主任
党安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综合分析了经济、社会、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

发现天津市城市空间结构从最初的同心圆逐渐

演变为双核心结构[2]。张水清等通过上海市中心

的各项职能转移，包括传统制造业转移、人口与

居住职能转移以及服务业转移，发现上海的城

市结构也由同心圆的单中心模式发展为多中心

模式，形成了“多功能、多极核”的城市空间结

构[3]。李传斌重点研究了建国以来西安城市空间

结构的演替过程，认为西安未来的空间结构应

朝着“一核三副多组团”的模式发展[4]。叶强等

城市空间结构 | 多中心 | 百度热力图 | 人群聚集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 Polycentric | Baidu heatmap | Human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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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了长沙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发现商业空

间的发展对其有较大影响，进而阐述了长沙长

久以来的单中心结构的弊端，建议将长沙打造

成多中心网络状结构[5]。余颖等[6]在紧凑城市的

理念下，对比了重庆、香港、上海等城市的空间

结构形态，认为坚持“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

结构是最适合重庆的发展模式[7]。赵燕菁更是将

深圳市高速发展下的强耐压能力归功于其富有

弹性的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8]。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城市空间结

构有朝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孙斌栋等甚至断

言多中心式的空间结构是中国特大城市未来形

态的必然选择[9]。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发展

进入转型期，以多中心城市发展为目标的规划

和政策也逐渐增多[10]。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

镇改革发展中心于2013年对辽宁等12个省区

进行调研发现，12个省会城市均提出建设新城

新区，144个地级市中的133个和161个县级市

中的67个也相继开展新城新区建设计划[9]。可

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多中心式空间结构模式

正在中国受到追捧。而在世界范围内多中心模

式也被广泛认可，享誉世界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大师彼得•霍尔就曾带领团队对西北欧8大都市

区多中心空间结构进行研究，论证了多中心的

发展趋势和重要性[11]。

当前国内对城市多中心性的实证研究中，

多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且都集中于对大城

市的研究。此类分析固然对特定城市的发展具

有指导意义，然而其他城市对其分析结果的借

鉴性往往受到城市间差异性的极大限制，因而

就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多个城市的类比

也十分必要。同时，当前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

主，少数的定量分析其数据来自于人口普查和

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

的个人经验。

本文试图弥补当前多中心性研究中缺少

规律性和缺乏定量分析的不足。在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的广度和研究方法的

深度上改进研究思路，创新研究范式。在数据爆

炸的时代，我们的研究已经从传统小数据范式

进阶到大数据范式。大数据和开放数据给我们

的研究创新提供了机遇，使我们能够进行大范

围乃至全国尺度上的分析。龙瀛等在利用大数

据进行大尺度研究上已经有了多次尝试，如进

行了全国城市地块尺度建成区界定，从地块尺

度模拟全国城市扩张过程，全国街道尺度人口

对PM2.5的人口暴露评价，全国城市增长边界

评价等[12]。在多年的实践中，龙瀛等进一步提出

了“大模型”范式，其本质是在一个大地理区

域上建立的相对精细尺度的城市—区域分析与

模拟模型，能够同时兼顾大尺度范围和精细化

研究单元。本文的研究思路即借鉴了大模型的

基本理念，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研究粒

度精细到人，回避了单个城市研究的局限性，对

全国城市同时展开研究，探究中国城市多中心

发展的一般规律。“大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

范式，在城市研究中的有效性不言而喻，而规划

学科的本质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规

划与设计做出响应。因而，龙瀛等提出了一种面

向未来的新的设计范式：数据增强设计（Data 

Augmented Design），即以定量城市分析为驱

动，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

计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

踪等支持工具，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

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13]。本研究即在

揭示规律、阐释现象的基础上尝试实践数据增

强设计，期望能够将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应用于

未来的规划与设计。

在城市形态研究中，通常中心是指分析

单元中在人口、就业或者商业活动上具有明

显高于周边的密度的片区[14]。同时，由于人口

迁移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基本原因之一[15]，

本研究即选取了体现人群活动的百度热力图

（Heatmap）作为研究数据，采用定量化的分析

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的多中心性。

1　城市中心新定义

在城市规划中，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设计，

中心的确定是必要的，它既要作为城市的主要

标签创造吸引力，也要承担着发挥城市凝聚力

的职能。城市中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

功能划分上看，有经济中心、行政中心、商业中

心等；从层级结构上看，有城市中心、社区中心

等。在传统理解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城市的中

心，无论是单中心、双核心还是多极核、多中心，

往往基于其功能分布和规模两大因素考虑。如

北京市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在市域范

围内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

结构，其中8大职能中心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

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海淀

山后地区科技创新中心、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

通州综合服务中心、亦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

心和石景山综合服务中心[16]。很显然，北京城市

中心结构的确立充分考虑了当下经济社会发展

中各功能已经形成的聚集点和规模效应，以功

能组团的方式划定各个中心，这是典型的自上

而下式城市规划机制。

在信息时代，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启发了多

个学科的研究创新，弥补了许多学科传统研究

手段的不足。在城市规划中，大数据的应用让设

想多年的自下而上式规划机制有了切实可行的

实现路径。目前城市研究中常用的大数据包括

兴趣点（POI）、导航数据、手机定位数据、公交

卡数据、社交网络数据等。这类数据的共同特点

是都直接来源于个人，并汇集成足够规模的量，

兼具了微观与宏观的特征。当我们汇集大量个

人的数据时，并不会对人的属性进行过多假设，

个人偏好或者群体偏好都需要经过分析之后才

能揭示。应用这类大数据的城市研究，其研究对

象实质上是大量的个人行为，研究结果则是现

实世界中客观现象的反映。当大数据支持的城

市研究成果用于规划决策时，实际上是在实现

间接的公共参与，并且是不带有主观意识形态

的行为参与。在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对于决策

的期望和主观经验的同时，将行为主体所反映

客观规律而非决策者的个人意志作为主要决策

依据，这样的决策过程就是自上而下机制与自

下而上机制的有效结合。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

思路，希望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确定城市中心的

方法与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相结合，为城市规

划决策提供新思路。

本文基于大数据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分

析识别城市中心，使用的大数据为百度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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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map），它是基于智能手机使用者访问百

度产品（如搜索、地图、天气和音乐等）时所携

带的位置信息，按照位置聚类，计算各个地区内

聚类的人群密度和人流速度，综合计算出聚类

地点的热度，计算结果用不同的颜色和亮度反

映人流量的空间差异[17]，这一数据基本能够涵

盖所有的智能手机用户。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

5.57亿，因此百度热力图覆盖人群量之大能够

满足本研究的要求。区别于传统城市中心的定

义，本文基于大数据的特点对城市中心有新的

理解：我们认为人的活动才能够最真实地反映

城市中的活力点。因此，基于人的活动我们对城

市中心重新定义，即一个城市中在特定时间段

人群相对聚集的地方即为城市的（潜在）中心

节点。基于城市中心的新定义，本文自下而上识

别城市中心，即通过百度热力图所反映的人群

聚集度来识别，具体做法将在后文详细描述。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

本研究以全国65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主

要关注城市市辖区。所使用的基础数据包括：①

百度热力图，获取时刻为2014年11月12日（周

三）15时15分，范围包括全国658个城市。数据

特点是粒度精细到个人，规模覆盖到全国，满足

大模型思路对于数据的要求，同时数据的时间

属性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段，因而是对城市中

社会经济活动分布的直观反映。②全国658个城

市的市辖区范围，包括城市名称和行政等级。③

全国658个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④2014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基于ArcGIS平台对获取的百度热力图数

据进行预处理（图1），将热图信息标识为人群

聚集程度，划分不同密度等级，并结合城市市辖

区范围识别出热图所对应的城市。

2.2　方法

2.2.1  基于百度热力图的城市中心节点（人群

           聚集区）识别

百度热力图用不同的颜色和亮度反映人流

量的空间差异（图2），其中颜色越趋近于红色

表示人群密度相对越高，越趋近于蓝色表示人

群密度相对越低，从红到蓝连续变化。基于研究

目的，我们将百度热力图划分为7个等级，并赋

值以表征不同的人群密度等级（赋值以Value

表示），密度等级最高的区域Value值为7，最低

的区域Value值为1。经过预处理后得到了不同

密度等级的人群聚集区。

通过分析发现，任一聚集区（特指密度等

级最少有两个等级的聚集区）都呈现同心圆

分布模式，即人群密度由中心向外围逐渐降低。

基于本研究对城市中心的定义，取Value值大于

1的片区集合作为人群聚集区（如一个聚集区

包含了Value值从1到5五层等级，则取Value>1

的其他四层等级作为人群聚集区），并基于

ArcGIS平台求得聚集区的质 心点作为最终的

城市中心（图3）。

当识别了所有城市的中心之后，经过统计，

百度热力图所反映的中心出现在152个城市

中，进一步将出现中心的城市划分为单中心城

市和多中心城市。因而依据热力图识别的中心

将城市划分为无中心城市、单中心城市和多中

心城市（表1）。

其中，无中心城市的出现存在两种可能情

况，一是该城市在百度热力图上不存在（经济

较落后的城市比较多，尤其是县级市），二是该

图1    百度热力图处理流程

北京 深圳 广州 武汉

西安 郑州 上海 石家庄

成都 重庆 杭州 合肥

图2    百度热力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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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城市的中心数量超过10个，其中北京（44

个）、深圳（39个）、广州（31个）的城市中心数

量位居前三，均超过30个。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城市，在不与世界城市

相比较的情况下，将国内各城市作为参照系，

基于中心数量将城市划分为3类：起步型多中

心城市（中心数量2）、成长型多中心城市（中

心数量3—10个）以及成熟型多中心城市（中

心数量10个以上）。在12个成熟型多中心城市

中有3个直辖市（北京、重庆、上海），6个副省

级城市（深圳、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杭州）

及3个省会城市（郑州、长沙、昆明）。成长型多

中心城市以地级市和部分副省级城市为主，而

大部分的地级市和全部县级市都属于起步型

多中心城市。可以看到行政等级高低与中心数

图3    城市中心识别

图4    各城市中心数量的位序分布

表1  按照中心个数的城市分类

表2  多中心城市按照行政等级划分占比

表3  多中心城市按中心数量分类

城市类型 城市数量
无中心城市 506
单中心城市 83
多中心城市 69

总计 658

名称
行政等级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 县级市 总计
多中心城市数量 4 14 48 3 69

全国① 4 15 271 368 658
多中心城市比例（%） 100 93.3 17.7 0.8 10.5

中心个数 城市类型 城市数量（个） 行政等级

2 起步型多中心
城市 33

3个省会城市（贵阳、西宁、呼和浩特）
27个地级市
3个县级市

3—10 成长型多中心
城市 24

1个直辖市（天津）
8个副省级城市（沈阳、青岛、济南、厦门、
南京、大连、哈尔滨、长春）
9个省会城市（合肥、南宁、南昌、太原、兰
州、石家庄、福州、海口、乌鲁木齐）
6个地级市（东莞、襄阳、珠海、衡阳、洛
阳、苏州）

>10 成熟型多中心
城市 12

3个直辖市（北京、重庆、上海）
6个副省级城市（深圳、广州、武汉、西安、
成都、杭州）
3个省会城市（郑州、长沙、昆明）

城市活动等级只有一级（Value=1），没有突出

的聚集点，说明城市发展均质，没有核心地带。

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数量相当，本研究聚

焦于多中心城市的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2.2.2  基础指标计算

（1）多中心城市中心之间平均距离计算

对于多中心城市，计算各个中心之间的平

均距离。在ArcGIS中首先应用PointDistance工

具求得两两中心之间的距离，然后统计得到所

有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双中心城市则直接取

两中心之间距离作为最终结果）。

（2）城市中心面积计算

由于每一个人群聚集区都呈同心圆状

分布，因此在计算中心面积时，将密度等级即

Value值大于1的部分融合为一个面，作为面积

统计的基准面（若一个中心的密度等级只有两

级，则取Value值等于2的面作为基准面）。

（3）城市活动强度计算

城市活动强度计算以城市中心面积（多中

心城市，取多个中心面积的总和）占城市建成

区的比例来表示。

3　结果分析

3.1　多中心城市分类

3.1.1  按照行政等级分类

基于百度热力图分析，全国658个城市中，

多中心城市数量为69个，占比10.5%。其中按照

行政等级统计分别有4个直辖市、14个副省级

城市、48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在相应等级

的城市中占比分别为100%、93.3%、17.7%和

0.8%（表2）。根据结果可知，中国多中心城市

的比例较低，而已有的多中心城市，几乎都属于

地级以上行政等级。因此就多中心而言，中国大

城市表现出较明显的多中心性，而小城市（尤

其是县级市）的中心发育极其滞后。

3.1.2  按照中心数量分类

在全国69个多中心城市中，各城市的中

心数量表现出明显的长尾分布（图4），说明只

有少数城市的中心数量较多，多数城市虽然是

多中心但中心数量很少。进一步细分发现（表

3，图5），有接近一半的城市为双中心（33个城

市），24个城市的城市中心数量为3—10个，

①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主编单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日期：2014.12，ISBN：978-7-5037-7350-1。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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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一定的相关性，行政级别越高，中心数量

越多。

3.2　多中心性分析

3.2.1  多中心城市中心面积分析

（1）多中心城市中心面积分布规律

对多中心城市中心面积（总和）和中心数

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852，二者显著相

关，且中心面积也表现出明显的长尾分布（图6）。

一般情况下中心数量越多，中心总和面积越大，但

也存在中心数量较少而中心总和面积较大的城

市，如贵阳（中心数量2，中心面积13.26 km²），以

及中心数量较多而中心总和面积较小的城市，如

珠海（中心数量6，中心面积1.79 km²）。

成熟型多中心城市中，中心面积最小为昆

明14.2 km²，最大为广州107.9 km²（深圳仅次

于广州，达105.6 km²），各城市中心面积标准差

为30.65；成长型多中心城市中，中心面积最小

为苏州0.8 km²，最大为南宁19.2 km²，各城市中

心面积标准差为3.96；起步型多中心城市中，中

心面积最小为包头0.04 km²，最大为贵阳13.3 

km²，各城市中心面积标准差为2.28。可见同类

型的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成熟型多中

心城市中，差距更为悬殊，说明各城市之间发展

实力十分不均衡，当跃入成熟阶段后分化程度

更严重。而在33个起步型多中心城市中，虽然差

距相对较小，但只有10个城市的中心面积超过1 

km²，说明这类城市的中心十分微小，处于起步

的边缘，后续的成长动力十分关键，否则很容易

退回单中心甚至无中心状态。

（2）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差异分析

尽管城市之间差距较大，但是对于一个城

市而言，其本身的中心发育程度更为重要。为了

探究城市内各中心的发育情况，本研究计算了

每个多中心城市的中心面积之间的标准差（图

7），以此反映城市各中心之间的差异。总体来

看，城市中心发育程度越趋向于成熟，中心之间

的差异越大，而起步型多中心城市的中心普遍

比较均质。说明在中心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出于

各种外部因素如区位、职能、政策导向等，中心

的发展会逐渐分异，即形成城市空间结构中的

主中心、次中心，因而城市空间结构的层级化发

展是主要趋势。

3.2.2  中心之间平均距离

图5   多中心城市分布

图6    各城市中心面积的位序分布

图7    多中心城市中心面积之间的标准差 图8    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划分

本研究以各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间接代表

中心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考察多中心城市的中

心网络效率。基于计算结果，将中心之间的平均

距离划分为5档：0—5 km、5—10 km、10—20 

km、20—30 km、40 km以上，并按照城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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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别统计（图8）。可以看到多中心城市从起

步到成熟的过程中，城市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

绝对值基本上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起步型城

市除佛山（40.3 km）外中心距离均不超过10 

km，且大多数（23个城市，占起步型多中心城

市的70%）都不超过5 km；成长型城市的中心

距离开始达到10 km以上；成熟型城市的中心距

离基本都在10 km以上，且没有城市的中心距离

低于5 km。参照城市通勤研究中对长距离通勤

的界定（10—15 km为长距离通勤[18]），中心距

离超过10 km可视为较长距离，中心间的沟通成

为长距离沟通，可见多中心城市越趋向于成熟

型，其中心间的沟通距离越长，说明城市中心的

产生和发展具有外向分散的特点，与当前中国

扩张式的城市规划模式相契合。当然长距离沟

通不一定是不便捷的（这与交通状况、地形区

位等多种因素有关），但一定是更费时的。

3.2.3  中心活动强度分析

本研究中，城市活动强度以城市中心面积

（多中心城市，取多个中心面积的总和）占城市

建成区的比例来表示（图9）。相对而言，成熟型

多中心城市的活动强度较高，成长型和起步型

城市中城市活动强度比较分散，高强度和低强

度城市都存在（以成熟型多中心城市的最低活

动强度为参照）。总体上看，城市活动强度有随

着中心发育程度加深而增强的趋势，说明城市

中心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能

够增强城市活力、提高城市吸引力。

3.3　中心数量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试图对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及发展

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通过《2014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选取了年末总人口、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人均GDP、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等6项指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对以上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拟合度

较好（R方为0.784）。结果显示从业人员总数、

人均GDP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与城市中

心数量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相关性，结合数据

本身的获取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段这一限

定条件，分析认为结果可信度较高（表4）。回归

影响因素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常量） -2.588 0.012
年末总人口 0.270 1.256 0.214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0.520 4.237 0.000
人口密度 0.064 1.035 0.305
建成区面积 0.319 1.429 0.158
人均GDP 0.414 3.239 0.00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0.516 -3.955 0.000

图9    城市活动强度

表4  中心数量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分析的结果说明，人群聚集的中心与城市就业

中心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人们大量聚集的原因

之一是为了满足就业需求，这对职能中心的规

划和调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　结论与讨论

在大量的对单个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中，

多中心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城市形

态，能够产生更大的外部聚集性，有助于实现城

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目标[19]，因而成为许多城市

战略规划的目标[20]。本研究在此观点基础上，聚

焦于多中心城市的多中心性，基于“大模型”的

思路，利用百度热力图数据在全国尺度上展开研

究。传统的自上而下式城市规划机制，在确定城

市中心时往往只考虑到了功能的集聚，然而人的

集聚往往才是中心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

此本文对城市（潜在）中心的定义是特定时间

段人群相对聚集的地方，而自下而上识别中心的

方法也是对传统规划机制的补充与拓展。

基于百度热力图，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段识别全国范围内各城市的中心。结果显示在

658个城市中，152个城市在热力图上表现出

中心，其中69个城市为多中心城市，仅占全国的

10.5%，对于多中心城市，本文基于中心数量将

城市划分为起步型多中心城市、成长型多中心

城市以及成熟型多中心城市。在此基础上开展的

多中心性研究表明，起步型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十

分不稳定，需要着力培养才能推动其成长；进入

稳定期的多中心城市会趋向于层级化发展，无论

是自发动力还是外界引导都会促使城市中心产

生分异，形成主中心、次中心等层级结构。整体而

言，城市空间结构会由单中心发展到多中心，中

心数量逐渐变多，中心面积也会逐渐增大。在中

国当前仍然以外向扩张型城市规划为主的背景

下，新的中心往往与原有中心相距较远，城市内

的中心之间，距离会越来越大，使得中心网络之

间的沟通成本增加。尽管对中心活动强度的分析

揭示了城市中心对城市活力的促进作用，但在培

育中心的过程中，必须谨慎衡量成本的增加、效

率的损耗等负面因素，否则会得不偿失。

本研究识别出的多中心城市几乎都是地级

以上城市，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就业人口、人

均GDP与中心数量的高相关性证明，经济越发

达，多中心性越明显。大量的无中心、单中心城

注：①所有指标统计范围均为市辖区。②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回归分析中剔除了3个县级市（增城、义乌、万宁），最终

回归样本量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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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五环内街道活力展开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分别对比了3套指标体系对3种类型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并将北京的街

道活力影响要素与成都街道活力影响要素进行了对比。3套指标体系分别是只考虑空间句法的指标体系、只考虑街道自身

属性及周边环境等的指标体系和二者都考虑的指标体系。3种类型的街道分别是A类（公共管理与服务）、B类（商业服

务业设施）和R类（居住）街道。研究表明，只考虑街道自身属性及周边环境等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远大于

只考虑空间句法的指标体系，而二者都考虑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略大于只考虑街道自身属性及周边环境等

的指标体系。通过与成都街道活力的案例对比，发现北京3类街道活力均与功能密度关系最为密切等。此外还对街道功能布

局进行了识别，并且对街道功能布局与街道活力的相关关系做了初步探索，发现业态均匀分布在街道的街道活力最高。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xplores the street vibrancy of Beijing. Considering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we have developed 

the factors for quantitatively evaluating street vibrancy at the street level. These factors range from function density, function diversity, 

accessibility to metro station, city commercial center and commercial complex, intersection density and bus station density, to street 

level and width etc. Meanwhile, to know which method is better to explain street vibrancy between space syntax and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and to know whether it would be better to add space syntax as one of factors, three groups of factors are constructed. They are the 

group of only space syntax, the group of factors without space syntax and the group of factors including space syntax. Linear regression 

has been adopted for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each factors on the street vibrancy, which is measured by population density. We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streets, commercial streets and residential streets separately. Finally, the result 

ab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et vibrancy and impact factors of Beijing have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Chengdu.

0　引言

在步行和马车时代，街道呈现小尺度、小

路宽、网络交织的形态特点，此时，街道不仅是

城市交通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的主要场所[1]。然而街道的这种繁荣在小汽车

兴起后逐渐没落，街道被设计为优先机动车使

用，而机动车引发的安全性、噪音和污染等问

题使得当代城市主干道活力凋零。另一方面，

对街道社会属性的忽视，让原本不承担主要

交通功能的社区级街道逐步消失，有的转变

街道城市主义 | 街道活力 | 街道功能布局 | 数据增强设计 | 北京 

Street urbanism | Street vibrancy | Layout of street function | Data Augment Design | Beijing 

北京街道活力：测度、影响因素与规划设计启示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成仅供视觉愉悦却不能进行社会交往的绿化

景观，有的则被私有化为住宅区或商业区的内

部道路[1]。雅各布斯曾说：街道有生气，城市才

有活力[2]。

目前关于街道层面的活力研究，已有经典

论著从定性的角度来阐述[2-5]，如认为与街道活

力相关的属性有长度短、较大的行人密度、功

能的混合和建筑年代的混合等[2]。但这些定性

的描述缺乏强有力的数据支持，设计师或社会

学家凭借经验认为的营造空间活力的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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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一定与居民的真实需求一致。而国内外紧

扣街道活力的定量研究较少，仅有的定量研究

有通过摄影记录和专家打分[6]、现场调研[7-8]的

方式，这两种方式均耗时耗力，难以进行大范

围的定量研究。有学者运用手持GPS结合空间

句法理论探讨了空间活力的影响指标[9]，虽然

能较前两种方法耗时耗力小一些，但仍难以在

大范围内展开研究。郑思齐运用大众点评、地

图兴趣点（POI）等数据评估城市空间形态

与消费活力的关系，为大范围研究，但其研究

尺度为2×2 km，粒度较大，难以精确到街道

尺度[10]。

街道活力定量研究的缺乏主要来源于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受城市

发展阶段的限制，街道的社会属性常被人们忽

视；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数据获取的困难。近年

来在经济转型、精明增长等背景下，全球许多

城市的街道得以复兴，街道公共空间的功能被

人们认知，全球多个城市也都在进行街道复兴

的实践[11]；在我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提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2016年，中央

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这些均体现了

我国城市发展中“让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生活

更美好”的城市本质功能的回归，街道公共空

间的功能开始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1]。而另

一方面，大数据、开放数据等新数据已被广泛

应用于城市研究中，许多传统无法完成的研究

也变成可能。为此，龙瀛和沈尧率先提出街道

城市主义（Street Urbanism）[12]，并在大范围、

精细化的尺度上定量探讨街道活力[13]。

而关于街道活力定量研究的案例，作者利

用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成都为案例，构建了一

套街道活力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并探索了街

道活力与所建立的街道活力影响要素之间的

关系。通过分析发现，公共管理与服务类街道

活力受天府广场（旧市政府）距离制约明显，

而商业服务业设施类街道活力与地铁口紧密

关联，居住类街道则更多受功能混合度影响。

基于此分析结果，作者还总结了多项改善街道

活力的方法[13]。

在成都案例中构建了街道活力评估的方

法体系，该方法体系是否具有普适性而可推广

至其他城市，仍有待更多城市的实证研究；该

方法相较传统街道城市主义的常用方法，例如

空间句法，两种方法孰优孰劣，仍有待验证。此

外，成都案例中指标的量化存在可达性用直线

距离，没有考虑路网形态等问题，空间句法作

为评估路网通达性、区位等的常用方法，其加

入能否进一步完善现有街道活力评估的方法

体系，亦有待验证。

本文将在现有的数据增强设计的框架

（Data Augmented Design，DAD）下[14]，参考

成都街道活力的研究，对北京的街道活力展开

实证研究，一方面对比只考虑空间句法、只考

虑街道自身属性及周边环境等指标，以及二者

都考虑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另

一方面，在探索北京街道活力的影响要素的基

础上，对比成都、北京二者的街道活力影响要

素的差异。此外，本文还将尝试对街道功能布

局进行识别，拟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入街道功

能布局，进一步完善现有街道活力评价体系。

试图通过大量城市的街道层面的深入分析，发

现中国城市街道的一般性规律或地区差异，同

时不断丰富已构建的城市街道层面的活力评

估体系。

1　研究范围与数据

1.1　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为北京五环内。北京地处

“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是我国重要的政

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而北京

五环内区域则基本为平原，面积约710 km²，

承载着北京大部分的就业、文化娱乐等活

动。此外，无论从城市景观还是人气集聚的

角度，北京均呈现“南四北五，西四东五”的

特征（图1）。

1.2　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路网、某互联网

LBS数据、地图兴趣点（POI）、现状用地分类。

（1）路网

考虑到研究的需要，本文所用道路为出租

车能够通行的道路；原始路网数据细节过多，

且存在可能的拓扑错误等问题，因此路网经过

制图综合与拓扑处理；考虑到空间句法要求道

路不能有结点，因此道路均在折点处打断，道

路不是完全按照交叉口打断的自然街道；最终

参与计算的道路路段有14 800条。

（2）某互联网LBS数据

数据来源于某互联网公司产品的后台

LBS数据，通过爬虫技术获得，数据按小时聚

合，空间尺度为25 m，时间为2015年8月1日和

2日，分别为周六和周日，对这两天的数据以小

时为基础取平均，最后得到休息日各小时的平

均人口数据，以此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选取

这两天的14:00 — 17:00用于街道活力评价。

（3）地图POI

地图POI数据于2014年取自中国某大型

地图网站。根据简化后的街道，选取街道两

侧55 m内与城市活力相关的POI点位，共计

111 189个（表1）。

参照刘行健和龙瀛的研究[15]，将筛选之后

的POI分为8大类：政府机构（2.7%），交通运

输（5.7%），商业（56.8%），教育（4.6%），公

司企业（15.7%），住宅（3.3%），绿地（1.3%），

其他（9.9%）。

（4）现状用地分类

参考《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GB50137-2011）》，将原始地块数据分为

图1    研究范围——北京五环内



数据增强设计 | 39 

9类：R（居住用地）、A（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M（工

业用地）、W（物流仓储用地）、S（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U（公用设施用地）、G（绿地

与广场用地）、TESHU（其他用地）。

1.3　成都和北京街道功能对比

本小节选择街道功能构成、街道功能密度

和街道功能混合度3个指标，来对比成都和北

京的街道差异。

（1）街道功能构成

选取北京五环内和成都三环内的街道，分

别计算街道范围内各类型POI占总POI量的比

例，结果如图2所示。可见，北京仅商业和住宅

小区类POI占比比成都低，其余类型POI均高

于成都，且北京的POI构成相较于成都，分布略

均匀，这体现了北京作为首都和一线城市，城

市功能更为综合的特点，而成都的街道则相对

更具生活气息。

（2）街道功能密度对比

分别计算成都三环内和北京五环内街道

总体的功能密度（图3），同时，计算各条街道

的功能密度，对成都的街道密度，采用ArcGIS 

Natural Break的方法分成5级，接着，北京采用

成都的分类标签将街道功能密度分成5级，分

别计算各级功能密度的占比（图4）。可见，无

论总体功能密度，还是各级功能占比来看，北

京的街道功能密度均低于成都的街道功能密

度，这体现了北方城市低密度蔓延的特色。

  （3）街道功能混合度对比

分别计算成都三环内和北京五环内街道

总体的功能混合度（计算公式见2.3），结果

如图5所示；同时，计算各条街道的功能混合

度，对成都的街道功能混合度，采用ArcGIS 

Natural Break的方法分成5级，接着，北京采用

成都的分类标签将街道功能混合度分成5级，

分别计算各级功能混合度的占比（图6）。可

见，无论总体功能混合度，还是各级功能占比

来看，北京的街道功能混合度均高于成都的街

道功能混合度，这与成都商业类POI占比过高

有关。

2　研究方法

2.1　街道和活力定义

关于街道和街道活力的定义，本文将参照

龙瀛和周垠成都街道活力的研究[13]。将街道界

定为城镇范围内、非交通为主、能承载人们日

常社交生活的道路，包括道路红线范围、对街

道活力有直接影响的建筑底层商铺、小的开

敞空间等。街道范围为以街道中线为基础，左

右各55 m的缓冲区域。而街道的活力定义为

街道的社会活力，其核心为街上从事各种活

动的人。

2.2　指标体系构建

参照龙瀛和周垠的成都街道活力的研究[13]，

对北京街道活力的剖析从两个层次展开，即街道

活力的外在表征和街道活力的影响要素。关于

活力的外在表征，本研究选用某互联网LBS数

据的人口密度为表征；而关于街道活力的影响

要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北京的城市特

点，结合龙瀛和周垠成都街道活力的研究，具

体指标选择如下。①区位：街道中点距离商业

中心、商业综合体的距离；②街道肌理：街道周

POI类别
点位数
（个）

类别 POI类别
点位数
（个）

类别

p01政府机构 3 036 政府机构 P15 医疗服务 3 865 商业

p03 火车站地铁站 1 030 交通运输 P16 科研教育 5 170 教育

P04 汽车站 32 交通运输 P17 公司企业 15 441 公司企业

p05 公交车站 4 122 交通运输 P18 公园广场 280 绿地

P06 加油站加气站 207 交通运输 P19 住宅小区 3 695 住宅小区

P08 高速服务区 919 交通运输 P20 综合信息 10 969 其他

P10 金融服务 5 017 商业 p21 餐饮服务 16 500 商业

P11 商业大厦 2 043 公司企业 P22 汽车服务 2 162 商业

p12 零售行业 23 829 商业 P23 省市区县政府 6 政府机构

P13 宾馆酒店 3 153 商业 P24 风景名胜 1 118 绿地

P14 休闲娱乐 8 083 商业 P25 电讯服务 512 商业

表1  地图POI数据分类

图2    街道POI占比

图3    街道总体功能密度

图4     街道功能密度各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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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街道总体的功能混合度

图6     街道各级功能混合度占比

边道路交叉口密度；③周边地块性质：现状城

市用地分类；④交通可达性：街道中点与地铁

口的最短直线距离、道路缓冲区内公交站点密

度；⑤功能混合度：筛选之后POI混合度；⑥功

能密度：筛选之后POI密度；⑦自身特征：道路

宽度、等级。

2.3　指标体系量化

为了便于定量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

和空间表达。

（1）街道活力

为了减少日常必要性活动（比如上下班、

在家）对人口密度分布规律的影响，选择休息

日14：00 — 17：00间的人口数之和来表征与

街道活力相关的人口密度。街道范围和人口

数据相交，假设各街道缓冲区范围内人口分

布均匀，对每条街道内的网格人口取平均，以

去除道路长短这一量纲的影响，即可得14:00 

— 17:00间每条街道的人口数，以此表示街道

活力。

（2）区位

到商业中心的距离：所选商业中心为西

单、王府井、中关村和三里屯太古里，由道路中

点计算到最近商业中心的距离；到商业综合体

的距离：由道路中点计算到最近商业综合体的

距离。

（3）街道肌理

街道周边道路交叉口密度：计算道路中心

线1 km缓冲区范围内的交叉口密度。

（4）周边地块性质

参照成都案例的做法，街道性质由道路中

心线100 m缓冲范围内地块性质决定，若最高

类型地块面积占比超过50%，则将该类型赋属

性给街道；若最高占比大于0且小于50%，则该

街道为混合型（mixed）；若缓冲区范围内不

包含明确用地属性的地块，则街道分类为未知

（unknown）。最后选取商业服务、居住、公共管

理与服务参与街道活力的分析。

（5）交通可达性

到地铁口的距离：由道路中点计算到最近

地铁口的距离；公交站密度：道路中心线55 m

缓冲区范围内的公交站点密度。

（6）功能混合度

街道功能混合度（多样性）用信息熵来

计算。

Diversity =-sum(pi×ln pi)，( i = 1，...，n)

式中Diversity表示某街道的功能混合度，

n表示该街道POI的类别数，pi表示某类POI占

所在街道POI总数的比例，各类POI数量均进

行过归一化处理，归一化的方法是该类POI在

该街道的数量与该类POI在北京所有街道的数

量的比例。另外，其他类POI不参与功能混合度

的计算。

（7）功能密度

道路中心线55 m缓冲范围内影响活力的

POI总数。

（8）自身特征

本研究道路自身特征包括道路等级、道

路宽度；道路等级由高速公路、国道、城市快速

路、省道、县道、乡镇道路和其他道路，依次赋

值为1，2，……，7；由于本文所研究街道为

生活型街道，因此最后参与街道活力计算的街

道为县道、乡镇道路和其他道路。

2.4　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3个层次对街道活力展开定量分

析。①选择空间句法中的全局整合度和全局标

准选择度，在只考虑空间句法的指标体系中，

评估这一套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

称为第1组指标体系；②在只考虑街道自身属

性及周边环境等的指标体系中，定量评估这一

套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称为第2

组指标体系；③将结合街道自身属性及周边环

境等本文所构建的指标和空间句法的全局整

合度和全局标准选择度，评估二者均考虑的指

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称为第3组活

力指标体系。

3　研究结果

3.1　指标体系空间分布规律

表达需要，本文选取北京三环内的街道进

行展示（总研究范围为五环内）。

（1）街道人口活力

基于某互联网LBS数据表征的街道活力

结果如图7所示。总体而言，首先，东部的活力

高于西部。其次，三环内活力高的地方主要集

中在西单、王府井、动物园批发市场、三里屯太

古里、前门、崇外大街及其两侧东西向部分街

道、长安街等。其中，西单、王府井、三里屯太古

里均是市级商业中心，前门、崇外大街及其两

侧东西向部分街道、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同样也

是商业设施分布密集区。

（2）街道性质

由现状用地分类推导出的街道类型，增添

了混合型（mixed），结果如图8所示。B类（商

业服务）街道有明显的集聚区，即西单、王府

井和金融街；R类（居住）街道大部分分布在

二环内，混合类街道以二环到三环之间居多；A

类（公共管理与服务）街道最为明显的两处

为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聚集区和北京市政府

所在地一带。三环内各类街道的总条数和平均

长度见表2。R类（居住）街道数量最多，其次

为混合型、A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和B类（商

业服务）街道；U类（公共设施）街道平均长

度最短，W类（物流仓储）街道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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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密度与混合度

采用ArcGIS Natural Break的方法，分别

将街道功能密度与功能混合度分为5级（图9，

图10）。功能密度较高的街道分布集中，主要分

布在西单、王府井、东单—灯市口、崇文门崇外

大街等地。功能多样性高的街道在三环内占比

较高，且分布分散，略微集中的两处分别是东

单—灯市口及两侧东西向街道和崇外大街及

其两侧东西向街道。西单虽然有较高的功能密

度，但却是功能混合度的低洼区。

（4）全局整合度和全局标准选择度

选择segment map，采用Depthmap软件

计算五环内的全局整合度和全局标准选择度，

采用ArcGIS Natural Break的方法，分别将全

局整合度和全局标准选择度分为5级（图11，

图12）。全局整合度和全局标准选择度总体趋

势一致，即主干道基本为高全局整合度和高全

局选择度；而相较全局选择度，二环内东西向

图7     街道人口密度

图10    功能密度

图8    街道性质①

图11    全局选择度

图9    功能混合度

图12    全局整合度

三环内街道性质 mix W S M A B U R G TESHU
总条数（条） 1 622 4 17 17 420 414 23 3 287 255 325
总长度（m） 335 924 950 3 191 2 488 85 742 68 812 2 916 579 512 44 701 66 802 

平均长度（m） 207 238 188 146 204 166 127 176 175 206 

表2  三环内不同性质街道数量与平均长度

①注：mix：混合用地；A：公共管理与服务；B：商业服务；M：工业用地；W：物流仓储用地；S：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U：公用设施用地；G：绿地与广场用地；TESHU：其他

用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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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与认为的窄街道高活力不一致，可能原

因是在北京，高等级的业态通常分布在较宽的

道路两侧，即高等级业态一般都配备了较宽的

道路，造成较宽的马路有较高的活力；道路等

级对A类街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R类街道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道路等级越高（对应道路

中的级别越低），活力越低。到地铁口的距离对

A类和R类街道活力影响较大，且呈抑制作用，

距离地铁口越近，活力越高，而对B类街道活力

影响不大。交叉口密度对B类街道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交叉口越密集，B类街道活力越低，

这也与认知不一样，同样，可能原因是在北京，

交叉口密集的地方，对应的是低等级道路密集

处，这些地方通常也是低端业态聚集处，需要

后续加入业态的等级进行验证；公交站点轻微

抑制R类街道的活力。功能混合度对A类和R

类街道活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B类无明显

胡同也具有较高的全局整合度。

3.2　活力构成因素分析

采用多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评估各活

力影响要素对街道活力的贡献。根据本文对街

道活力的概念界定和街道属性信息，被纳入回

归分析的街道有如下特征：①县道、乡镇道路

和其他道路；②A，B，R类街道。

对于不同类型的街道，回归因变量为

相应类型街道对应的人口密度的自然对数

（LNpop），3组指标体系对应3组自变量。

第一组自变量为全局整合度（Inte）和全

局标准选择度（Nach），回归模型如式（1），i

表示街道的ID号。

LNpopi=β0+β1×Intei+β2×Nachi    (1)

第二组自变量为与商业中心（天府广场，

dcenter）、商业综合体（dshm）、地铁口的最近直

线距离（dsub），公交站点密度（busden），道路

交叉点密度（juncden），功能密度（funden）、功

能混合度（fundiv）、道路长度（length）、道路

宽度（width）、道路等级（level），回归模型如

式（2），i表示街道的ID号。

LNpop i=β 0+β 1×d center i+β 2×d shmi

+β3×dsubi+ β4×bus deni+  β 5× j unc den i 

+β6×fundeni+ β 7×fundivi +β8× lengthi 

+β9×Widthi+β10×leveli　                  

（2）

第三组自变量包含了第一组和第二组的

自变量，回归模型如式(3)，i表示街道的ID号。

L N p o p i=β 0+β 1d c e n t e r i+β 2× d s h m i

+β 3×d subi+  β 4×bus deni+  β 5× junc deni 

+β6× fundeni+ β 7× fundivi +β8× lengthi 

+β9×Widthi+β10×leveli +β11× Intei +β12 

× Nachi

(3)

（1）各组R方对比

三套街道活力影响要素、不同街道类型的

回归结果——R方如图13所示。图中，A，B，

R分别表示对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商业服

务业设施类和居住类街道的分析，ABR表示

对这3类街道的总体分析；图例中的1，2，3分

别对应于2.4中的第一、二、三组指标体系，即

只考虑空间句法的指标体系分析，只考虑街道

属性、周边环境等的指标体系的分析，和二者

都考虑的指标体系的分析。

无论从总体（ABR）上看，还是分街道类

型看，第一组指标体系小于第二组指标体系，

而第二组指标体系小于第三组指标体系；从整

体来看，第一组的R方为0.124，第二组的R方

为0.31，明显高于第一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

的解释力度，而第三组的R方为0.318，略高于

第二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可见

空间句法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远不及街道

自身属性周边环境等本文第2章构建的指标

解释力度大，而加入空间句法的指标体系虽然

能提高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但是作用不明

显；只考虑空间句法指标的指标体系对B类街

道的解释力度最小，而二者都考虑的指标体系

对B类街道的贡献最大（第三组R方与第二组

R方之差最大）。空间句法主要用来表征区位，

而在本文建构的活力影响要素中，到商业中心

的距离这一指标实际上已经代表了区位，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空间句法的加

入并不能显著提升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

（2）街道活力构成因素回归系数分析

为方便与成都的街道活力案例做对比，选

择第二组指标体系，分析各个活力要素对街道

活力的贡献。

回归结果如图14所示，部分要素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显著性处于0.05水平），已剔除。

从街道活力的影响因素来分析，总体上，

离商业综合体的距离、功能密度和到商业中心

的距离对不同类型的街道活力皆有影响，其他

影响因素仅对部分类型的街道活力产生影响。

总体来看，功能密度对街道活力影响最大，功

能密度大的街道更易凝聚活力，到商业中心的

距离和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对街道活力也有

较大影响，街道活力随着到商业综合体、商业

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减少。道路自身特征中，道

路长度对3类街道的活力均无明显影响；道路

宽度对B类街道活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R

类街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道路越宽，活力越

图13    三层次活力构成要素回归R方

图14    活力构成要素回归标准系数

图15    街道POI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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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商业综合体能带动周边B类街道的活力。

而二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

①成都案例中，A类、R类街道的活力与

天府广场（原行政中心）的关系最为敏感，B

类街道活力与地铁站的关系最为敏感，而在北

京案例中，3类街道的活力均与功能密度关系

最为敏感；

②成都案例中，与A类街道活力相关的要

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离天府广

场（原行政中心）的距离、功能密度、功能混

合度，而在北京案例中，与A类街道活力相关的

要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排序分别是商

业中心的距离、地铁口、道路等级、功能混合度

和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北京多了地铁口、道

路等级和商业综合体的影响；

③成都案例中，与B类街道活力相关的要

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地铁口、天

府广场（原行政中心）、功能多样性、功能密度

和商业综合体，而在北京案例中，与B类街道活

力相关的要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分别

是功能密度、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道路宽度、

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和交叉口密度，成都的街道

活力多受到功能多样性的影响，而北京多受到

道路宽度和交叉口密度的影响；

④成都案例中，与R类街道活力相关的要

素按照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天府广场

（原行政中心）、功能多样性、功能密度，而在北

京案例中，与R类街道活力相关的要素按照重

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功能密度、到地铁口

的距离、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功能混合度，成都

的街道活力多受到功能多样性的影响，而北京

多受到地铁口的影响。

4　街道功能布局

业态如何在一条街道上进行布局？有些

街道的业态集中在街道两侧交叉口，有些街道

影响。

从不同街道类型来分析，A类街道活力与

功能密度的关系最为敏感，其次是到商业中心

的距离、到地铁口的距离、道路等级、功能混合

度和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其他因素对A类街

道活力影响较小。B类街道活力受功能密度影

响最为明显，其次为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道

路宽度、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和交叉口密度。R

类街道活力同样受功能密度的影响最为明显，

其次到地铁口的距离、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功

能混合度对R类街道活力有一定的影响，综合

体、公交站密度、道路等级和道路宽度对R类街

道有轻微的影响。

（3）北京与成都街道活力对比

由于北京五环内并无明显的行政中心，北

京的区位以市级商业中心来代替；北京环线与

行政区划并无明显关联，且不存在市政府搬迁

的经历，因此，北京的活力影响要素中并未加

入区县行政中心和新行政中心。从各指标对街

道活力的影响和各类型街道的活力影响要素

两个方面来对比北京和成都街道活力影响要

素的相同与不同之处。首先，二者的显著相同

之处有：功能密度和到中心的距离对各类型街

道的活力均有明显影响，且功能密度越高，活

力越高，到中心的距离越近，街道活力越高。

其次，二者的明显不同之处有：

①成都案例中，到中心（原行政中心）的

距离对各类型街道活力的影响占据首位地位，

而在北京案例中，对各类型街道活力的影响居

首位的是功能密度，到商业中心的距离其次；

②成都案例中，功能多样性对各类型街道

活力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北京案例中，功

能混合度对B类街道活力无显著影响；

③成都案例中，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仅对

B类街道活力有抑制作用，即距离越近，活力越

高，而在北京案例中，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对

各类型街道活力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④成都案例中，到地铁口的距离对B类街

道活力有较大影响，对A类街道无显著影响，而

在北京案例中，地铁口对B类街道无显著影响，

对A类有明显影响；

⑤成都案例中，道路自身特征中的道路宽

度仅对R类街道活力有轻微的抑制作用，即道

路越宽，活力越低，而在北京案例中，道路宽度

对B类街道活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R类街

道活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即道路越宽，活力

越高；

⑥成都案例中，公交站密度对A类和R类

街道均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即公交站密度越

高，活力越高，而在北京的案例中，公交站密度

对R类街道有轻微的抑制作用，即公交站密度

越高，活力反而越低；

⑦成都案例中，交叉口密度对B类街道无

显著影响，而在北京案例中，交叉口密度对B类

街道有显著抑制作用，即交叉口密度越大，B

类街道活力越低。

各类型街道的活力影响要素方面，二者的

相同之处有：

①3类街道的活力均与功能密度、到中心

的距离密切相关；

②A类街道的活力中，功能密度的影响较

功能混合度大；

图16     街道功能布局形态分布

递减 均匀 一端高 中间低两边高 中间高两边低 未知 总计

计数 1 007 1 874 5 074 663 2 804 3 378 14 800

占比 0.07 0.13 0.34 0.04 0.19 0.23 

表3  北京五环内各类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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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态集中分布在街道的中间地段，而有些街

道的业态则均匀分布在整条街道上。探讨街道

功能布局与街道活力的关系，第一步是对街道

功能布局模式进行识别。本文选用方法是：将

街道等分成三等分，分别统计街道各段的POI

数量，接着按照一定规则识别街道POI布局

形态，最后识别出5种街道功能布局形式（图

15），规则如下：

①若中间段的POI数量占整条街道的比

例超过50%，则认为是“中间高，两端低型”，

即业态主要集中在街道的中间地段；

②若中间段的POI数量占比与两端段的

POI数量占比之差均大于20%，且两端段的POI

数量占比均高于34%，则认为是“中间低，两端

高型”，即业态主要集中在街道两侧交叉口；

③若街道前两种情况均不符合，且POI数

量占比从一端向另一端以大于20%的差递减，

则认为是“递减型”，即业态由一端交叉口向

另一端交叉口递减；

④若前3种情况均不符合，且一端的POI

数量占比超过50%，则认为是“一端高型”，即

业态集中分布在街道一侧的交叉口；

⑤若以上4种情况均不符合，则定义为

“均匀型”，即业态均匀分布在街道上。

选取北京三环内的街道，展示各街道的功

能布局，计算之后，新增了“未知型”（图16）。

南锣鼓巷，以及从东单北大街到东西北大街东

侧的东西向胡同是典型的“一端高”型的街

道功能布局；东四北大街西侧的与之相连的东

西向胡同有部分“中间低两边高类型”聚集；

“均匀型”街道在前门，及崇外大街东侧的东

西向胡同有部分集聚；“递减型”街道分布较

少，“中间高两边低型”街道无明显集聚点。

北京五环内各类型街道的占比如表3所

示。可见，“一端高”型的街道所占比例最高

（34%）；其次为“中间高两边低”和“均匀型”，

分别是19%和13%；“递减型”和“中间低两

边高型”占比最低，分别是7%和4%。

对五环内各类型街道统计休息日14：00 

— 17：00的人口密度，以此表示街道活力（图

17），均匀型街道（业态均匀分布在街道上）

的活力最高，其次为中间高两边低型街道（业

态分布在街道中间段，两端的交叉口业态少），

一端高型街道（业态只分布在街道一侧的交

叉口）的活力最低。除均匀型街道外，其他类

型的街道活力差别不大。关于街道活力与街道

功能布局的关系，下一步拟纳入本文构建的街

道活力指标体系中进行分析。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街道城市主义（Street Urbanism）

理论，在现有的数据增强设计的框架（Data 

Augmented Design，DAD）下，参考已有成都街

道活力的研究，对北京街道活力展开定量实践

探索，一方面对比传统活力研究方法之一—— 

空间句法与文章所构建活力影响要素对街道

活力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对比北京与成都

的街道活力影响要素，通过不同城市的深入分

析，发现中国城市街道的一般性规律或地区差

异，同时不断丰富已构建的城市街道层面的活

力评估体系。

理论上，本文丰富了街道活力的评估框

架，并定量探索了街道活力的影响因素。北京

的实证研究表明：（1）只考虑空间句法的指标

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远小于只考虑街

道属性、周边环境等的指标体系，而二者都考

虑的指标体系对街道活力的解释力度有轻微

的提升。（2）功能密度、到城市商业中心的距

离和到商业综合体的距离是影响街道活力的

主要因素，而各类型街道的活力影响因素均与

功能密度的关系最为敏感，商业中心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周边的街道活力，商业综合体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周边A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和B类（商业服务业设施）街道的活力，

对R类（居住）街道的活力有轻微的提升作用。

不同类型街道的其他影响因素有所差异：A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街道活力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地铁口的影响，且道路等级越高、功能

混合度越高，街道活力越低；B类（商业服务

业设施）街道活力与道路宽度、交叉口密度相

关，与认识不同的是，道路宽度越宽，街道活力

越高，而道路交叉口密度越高的地方反而街道

活力越低，这可能与街道周边分布的业态的档

次相关；R类（居住）街道活力同样受到地铁

口的带动影响，而功能混合度越高，街道活力

越高。（3）通过与成都街道活力的研究对比，

发现二者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

处。相同之处包括功能密度和到中心的距离对

各类型街道的活力均有明显影响，功能密度越

高、到中心的距离越近，街道活力越高；3类街

道的活力均与功能密度、到中心的距离密切相

关等。不同之处包括在成都案例中，A类（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R类（居住）街道活力

与离中心的距离（原行政中心）的关系最为

敏感，B类（商业服务业设施）街道活力与

地铁站的关系最为敏感，而在北京案例中，3

类街道活力均与功能密度关系最为密切等。

此外，本文还对街道功能布局进行了识别，并

且对街道功能布局与街道活力的相关关系做

了初步探索，发现业态均匀分布在街道的街

道活力最高。

实践上，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街道活力的营

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整体而言，二者均抛

开难以改变的区位因素，对北京这种低密度蔓

延的城市而言，提升街道的功能密度能有效提

升街道的活力，对密度相对较高的成都而言，

功能混合度更能有效提升街道的活力；对商业

设施布局选址而言，更适合布局在地铁口或商

业综合体附近的街道，或者换个角度说，在对

街道进行规划设计时，地铁口或商业综合体附

近应该配套相应的商业服务设施，以提升街道

的活力，促进空间的高效使用；对居住功能主

导区的街道活力营造而言，提升功能密度和功

能多样性仍是有效的方法，此外，成都的商业

图17      各类型街道人口密度



数据增强设计 | 45 

设施相对突出、街道更具生活气息，密路网、窄

街道、微循环能提升街道活力，而当这套方法

应用于北京时却得再行斟酌，因为北京快节

奏、综合和大规模等特点，可能导致该方法的

不适用。

通过北京与成都街道活力的对比，可以看

出上述街道活力影响因素的影响随城市有所

差异，而关于二者差异的原因，这有待于后续

更多深入的研究工作来论证。另外，笔者将空

间句法的指标加入构建的活力要素中，此时商

业中心的距离、交叉口的密度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因为商业中心的距离、交叉口的密度在

一定程度上表征区位，而空间句法也是表征区

位的有力方法，若经过多个城市检验，均呈现

类似结果，可以考虑用空间句法的指标表征区

位因素；笔者尝试将研究范围缩小至北京三环

内，对B类（商业服务业设施）街道和A类（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街道，到商业中心的距离

的影响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区位对街道活

力的影响程度跟研究范围关系较大。在成都案

例中，成都的研究范围（二圈层）相较北京（五

环）大，因此其对街道活力影响占据首位的因

子是到中心的距离这一结果可能与研究范围

有关，但是除开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受研究范围

影响不明显。北京街道活力影响要素中道路宽

度对商业服务业类街道活力的促进作用、交叉

口密度对商业服务业类街道的抑制作用、公交

站点对居住类街道的轻微抑制作用等，这些结

果均与认知不同，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本

文初步探索的街道功能布局，也是未来拟加入

街道活力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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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城市空间和传统通勤模型重塑的文献综述*

例如，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战略[1]，中国提出

了“互联网+”行动计划[2]，都非常注重互联网

对于城市空间、城市经济以及城市生活的巨大

影响。由此，信息化、智能化即以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

下简称ICT）为连接，将城市中的实体空间和虚

拟空间进行关联——并将区域与城市的所有参

与者，包括城市居民、公司、地方和国家政府等

0　引言

信息化、智能化已经使区域和城市空间发

生了彻底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

网的普及，无论是区域和城市的组织和发展模

式，还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改变。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最近几年也都

将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非常重视信息

革命已经带来的、正在带来的和潜在的影响。

在互联网热潮中，信息化、智能化已经使城市空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也对传统通勤模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综述前人经验和

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空间格局、城市通勤行为和城市公共交通等3个方面，考察了信息化技术对于传统通勤模型和城市移

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和由此带来的时间碎片化，对于城市空间有着重要重塑作用，而关于其影响的程度目前存在着

极大影响论、微弱影响论以及适度影响论等不同的观点。在传统通勤模型的基础上，信息化一方面会提供远程通讯支持而减少

传统的出行机会，另一方面也会由于面对面交流的增加促进人们产生新的出行需求。互联网也带来人们通勤时间的碎片化，促

使了公共交通方式的优势重新凸显；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和移动智能终端进行多任务、多目的和灵活化的安排，并且具有更多根

据实时交通情况进行交通决策的自主性。基于文献综述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模型，信息化已经使城市居民的通勤行为发生了

重要的变革，这为未来制定互联网时代的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has changed urban space and traditional commuting model 

fundamental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ICT on the traditional commuter model and urban mobility in 

aspects of urban spatial pattern, urban commuting behavior and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tudy show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ime 

fragmentation reshape contemporary urban space, and theory of determinism, possibilism, and mid-effect are brought out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Based on traditional commuting model, it finds that ICT will reduce traditional trips by providing communication support, 

while increase new trip demand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face to face contact. Since the fragmentation of commuting time, the advantage of 

public transit reappears. By internet and mobile terminal such us smart phone or pad, people can conduct multi-purpose activities and multi-tasks 

on their way, and also enjoy more flexibility of their trip arrangement. It also provides self-control on their travel decision depend on real time 

traffic status. Accumulated researches show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important changes on urban commuting behavior comparing 

with traditional commuting model, which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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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链接起来，将成为改变城市空间与城市

通勤的重要话题。

全球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信

息化和互联网时代新秩序构建的重要意义。许

多国家已将信息技术作为优先发展部门，并试

图将其与建立城市网络，加入智慧走廊的战略

统一起来，如新加坡的智能城市、马来西亚的

“多媒体超级走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科学

之环”、法国技术园通信中心工程、牙买加的“数

据中心”[3]。这些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加入互联

网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又如，美国在1993年为了

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展开国家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行动（National Intelligence 

Initial，NII），根据这一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

的发展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联系方

式，而地域、距离的限制将逐渐消除[4]。

然而，面临如此前沿而重要的课题，在考察

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区域、城市、

企业和个人活动的影响时，目前尚无一致性的

结论。一些学者提出ICT技术本身虽然改变了传

统意义上的区位以及要素的连接，或许使传统

上的边缘地区获得重新发展的优势，然而ICT技

术本身并不能消除地区之间的不平等[5]。甚至

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差

异而产生的技术鸿沟，甚至可以加剧区域之间

的不平等性[6]。与此同时，关于ICT技术对于城

市通勤和出行影响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一方面，

ICT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新的通讯方式从而可以

减少人们的出行机会；尤其是网络购物的普及

减少了人们到实体店购物的次数[7]。另一方面，

ICT技术也提供了更多交通出行相关的指引，优

化了人们的出行流程和路线，借助移动终端使

交通工具上的时间更加丰富和高效利用[8]，提升

了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程度。这些都使传统通

勤模型悄然发生了改变。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

应用已经渗透到城市空间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在交通领域的渗透促生

了交通行为、交通方式和智能交通体系的出现，

对城市空间和传统通勤模型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本文将从3个部分探讨ICT技术对于城市空

间和通勤模式的影响（图1）。首先，探讨ICT技

术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其次，探讨空间格局改

变的背景下，传统通勤行为的变化。最后，探讨

公共交通的新优势与机会。

1　ICT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信息时代的到来首先使城市空间发生了

彻底而深远的变化。信息技术不仅显著提高着

经济生产效率，而且也在逐渐消除社会生活各

领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使城市空间发生极

大的变革。在研究ICT对城市空间影响程度上，

可以分为极大影响论、微弱影响论和适度影响

论等3种观点（图2）。随着ICT技术的渗透，极大

影响论认为空间的制约和约束将全部消失；微

弱影响论认为ICT技术对于区域和城市发展有

促进作用，但影响作用是有限的；适度影响论认

为，信息化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影响只是在某种

程度、某些方面发生，它的影响作用在一定范围

内是有限的。

1.1　极大影响论: 空间约束的消除

极大影响论的学者认为，ICT技术完全消

除了空间和距离，而使得区域和城市格局产生

了彻底的变化。互联网把人们从某个现场的禁

锢中解放出来，传统上人和物在实际城市空间

中的制约，都以无距离空间的出现、商贸活动分

散化和关系短暂化为特点[9]。

例如，卡斯特尔区分了流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并提出

了流空间由电子网络、节点和枢纽，以及管理精

英的空间组织等3层构成[10]。相似的，米切尔提

出城市借助无线网络和便携设备可以创造出

“连续的区域”，使人们依靠网络展开的活动

摆脱了交通的制约，更自由的地点转换成为

可能[11]。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网上购物开

始流行，这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习惯并减少了购

物方面的出行[12]。

在国内的研究中，随着中国互联网和智慧

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信息

技术对城市空间影响的讨论。例如，甄峰和顾朝

林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表明，信息化正在使

大都市区向分散的结构变化，城市次中心正在

兴起[13]。相似的，黄鹤提出信息时代消除了地理

空间的物理限制，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将导致越

来越少的对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依赖[14]。

1.2　微弱影响论: 促进区域发展的局限

相对于极大影响论，微弱影响论认为，ICT

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充分、不确定

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可

以认为，ICT技术为区域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

必要条件。例如，Verlaque认为信息化技术可以

被视为一个基本因素或优势，这种优势将会造

成地区间竞争水平的差异[6]。相似的，Kellerman

也提出虽然仅依靠电信的存在是不足为地区

发展提供全部的保证，但延误互联网和信息化

的建设进程必将导致地区经济的衰退[15]。这些

研究的相似之处是，由于互联网和信息设施的

普及程度差别已经形成了“数字鸿沟（Digital 

gap）”，具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不

一定获得必然的优势，然而没有这些设施的国

家和地区却被隔离开来而处于弱势，从而被剥

夺了发展机会。

1.3　适度影响论: 影响的局部性和有限性

图1    信息化技术对城市空间和通勤行为影响的研究
框架图

图2    ICT技术对城市空间影响的3种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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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影响论的学者持折中观点，认为ICT技

术在某些程度、某些方面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但它的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数量更多

的学者支持适度影响论：单一的电信基础设施

建设很难彻底淡化地理距离的作用，并颠覆城

市和地区的空间组织模式——ICT技术的影响

更多是为现有的城市经济活动提供更加灵活的

联系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例如，米歇尔•莫斯基于1980年代以来对纽

约曼哈顿的观察发现，电信技术的兴起成为企

业减缓离开城市中心的因素——企业的办公部

门并不能完全摆脱区位的束缚，迁移到景色宜

人且宜居的郊区，ICT技术只是提供了办公

辅助的功能，面对面的交流需求依然无法替代
[16]。又如，Glaeser的研究发现，尽管视频电话、

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方式提供了远程联系的机

会，但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依然非常重要。在进

行商务洽谈和合作时，面对面的交流更能促成

合约的达成和激发灵感。因此，在现代通讯方式

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行业企业仍然愿意聚集

在城市中心密集而租金昂贵的写字楼中[17]。这

些研究所持有的相似观点是，ICT技术在一定

范围内为区域和城市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和潜

在的发展机会。

2　城市出行行为在信息通讯技术影响

      下的变化

讨论ICT技术对于传统通勤模型的影响，

首先需要从回顾传统交通经济学模型开始。从

1950年代开始，西方交通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城

市通勤模型，讨论区域尺度的铁路、公路等运

输方式下成本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城市内部通

勤，尤其关注郊区化过程中在小汽车和公共交

通模式下的成本比较以及对职住空间关系的

影响[18]。在两本交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交

通产业中的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和《 城 市 交 通 问 题（Urb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中，John Meyer发现管制增加了潜

在的成本，减少交通行业中的管制能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18]；另外从城市出行个体的角度来

图3    ICT技术对居民出行减少作用机制

图4    ICT技术对居民出行增强作用机制

看，人们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影响交通方

式选择和出行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19]。

因此，在传统通勤模型中认为城市居民通

勤受到时间、经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最为强烈。

通常来说，随着花费时间和经济成本的增加，通

勤者更不愿意接受远距离或多次换乘的通勤。

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ICT技术对

居民传统通勤行为的改变更为显著。相对于传

统上距离起着主导作用的地理空间，不同地点

开始显现出不同的“价值”。伴随“非地理空间”

出现，区域建立于网络基础的虚拟空间之上，跨

越遥远距离的高速传输使人们能即时联系全球

任何地点。使用者之间通过电子信息进行着有

效交流，取代了直接“面对面”的接触。例如，

Mokhtarian的研究表明，一方面，ICT满足了保

持联系的社会需求，然而这些“保持联系”的

需求可能会增加对出行的偏好[20]；另一方面，通

过互联网的联系确实会减少出行——如果网络

能传达相互沟通的信息，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

替代出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CT对居民出行、

最佳路线的选择、人们对距离空间的认识程度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2.1　减少传统的出行机会

ICT技术会由于提供了更多网络支持的机

会，而有着减弱人们出行的作用（图3）。例如，

视频会议、网络社交会降低人们必须到指定“场

所”进行会面的机会[6]。又如，网络购物降低了

人们去实体店购物的出行需求[21]。人们逐渐通

过网络环境的构建与交流，城市中个体的交流

和城市产业组织可以发生前所未有的重组和变

革——增加了人们对网络环境的依赖，从而减

少了人们对真实地理空间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ICT的普及对出行

行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对于交通规划

有着深远的政策意义。有研究发现，在家中及工

作地的因特网使用与出行时间减少有关。WiFi

连接和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增加，让移动工作者更

愿意花费一部分时间在咖啡店或者酒店房间内，

从而降低了出行的次数[22]。也有研究发现，在学

校，由于笔记本电脑连接到WiFi网络中，学生能

够在图书馆、咖啡馆进行远程学习，从而打破传

统课堂的概念，使得学习活动更加碎片化。

2.2　增加新的出行需求

ICT的出现使居民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发生

了巨大变化，传统的通勤模式、会议形式和逛

街购物的选择无一不发生着巨大变革，这使得

ICT技术下当代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灵活，使

居民更进一步地去追求社交生活和用户办公、

购物体验。同时ICT的出现，也为人们提供了更

多出行辅助，而使出行变得更加容易、舒适和

富有意义。例如，全球定位系统、数字地图和实

时交通信息，使居民增加了出行的次数和获取

旅行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对于旅行爱好者，会

因通讯交流的增加而产生新的交通出行需求。

例如，有研究显示传统的传播媒体如游记、照

片和地图已经成功激发了人们的旅行需求[23]。

简单地说，ICT的出现可能对出行有明显的贡

献——借助网络分享旅程，让人们比以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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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更热爱和享受移动，并且使旅行更无缝、

安全并充满娱乐[24]。

借助新出现的手机APP会使交通出行变得

更为丰富和快捷。一方面，手机社交APP丰富了

居民的社交网络系统，使居民拥有更加广阔的

网络社交范围，增加了其私下见面交往的机会

进而促进交通出行；另一方面，出行辅助APP在

居民出行之前或出行之中提供了人性化的出行

路线信息，可以协助乘客做出旅行时间和线路

的最佳选择，使居民能够更快捷、更便利地相互

联系并组织相关出行活动，这些出行辅助功能

极大缩减了出行成本，进而大大增强了居民出

行的自主性（图4）。

2.3　城市居民未来出行趋势

ICT的影响作用下，当代城市从传统的中

心—边缘等级结构逐渐走向分散化、去中心化

和无地方性，城市空间结构也趋向碎片化。这使

得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的空间选择变得更加弹性

和自由。Nilles等创造了“远程通勤”的概念，

即交通及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统区位论

中所强调的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城市中

就业和居住的空间选择变得更加分散，通勤的

距离大幅度增强[25]。这一概念后来也被用以描

述使用计算机和远程通讯技术的基于家庭和邻

里的工作，认为是解决拥挤的城市环境和长距

离通勤到中心区办公室的办法。又如，Kala使

用城市密度函数分析了“远程通勤”对郊区化

的效应，发现远程通勤确实支持了城市的郊区

化趋势[26]。

在远程通勤的影响下，Lyons发现ICT使

出行的危险性和孤独性降低，这让远程出行

对于个人来说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27]。此外，

Jensen的研究发现ICT的影响还在于未来预期

的旅行，甚至成为促进出行的推动者——因为

信息的获取能够为出行创造新的愿望[28]。Lenz

的研究显示了访问通信和信息的能力，资源可

以从特定依赖物质中释放出来。因此，远程通讯

方式的使用减少了交通出行的障碍，使之更为

安全和有序，因此公共出行的城市交通方式变

得逐渐可被接受[29]。在强调“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的同时，让ICT同时服务于公共交通系

统使其更加智慧化、智能化以及提升公共交通

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将作为

城市交通方向的研究重点。

3　互联网时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新优势

3.1　通勤和时间的碎片化

人们在城市生活中都有一些零散的时间，

如在银行排队时、在餐厅等餐时、堵车时、公交

车或地铁上、课间等，这些即称为碎片化时间。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移动终端设备的普

及，碎片化时间也越来越多地被加以利用。

国内IT领域的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时间碎片

化的趋势及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例如，乐天的研

究发现，碎片化时间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

所乘坐的出行交通工具晚点或者取消、会议期

间的短暂休息等等[21]。又如，高海霞的研究也表

明，随着网络媒体日益增多，互联网、数据库等

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使得现在大众传媒

市场正在瓦解成一个个“碎片”市场——可以

说现在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时代[30]。

研究还发现，在越发达的国家，碎片化时

间被分割得越细小和碎片化。作为现代城市生

活的一部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互相交织下

越来越模糊的边界，是人们在城市快节奏下忙

里偷闲的必然选择（表1）。发达国家和地区城

市居民的碎片化时间主要以工作中、候机、在路

上、排队和会议中存在，碎片时间呈现为极为零

散、临时性较高的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居民

的碎片化时间主要以公交车上、睡前、排队和工

作间隙等形式存在，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

中国家居民的碎片化时间更加大块化、易预测，

居民基本可按自己的计划进行支配[31]。

此外，随着近年来手机等移动终端功能的

日益丰富、技术的逐渐成熟，使得人们在各种碎

片化时间内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各种网上功

能。例如，屈雪莲的研究发现，用户使用移动互

联网应用的行为一般穿插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较易受到用户生活行为及外部环境干扰，因此

单次会话时间一般也很短暂[32]。就移动互联网

用户使用手机上网的场景而言，等待时、乘坐交

通工具时、睡觉前是用户最主要的手机上网场

合[33]。因而，在无法避免的碎片时间模式下，人

们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出行方式的选择，也

正在进一步适应碎片化的社会模式。

3.2　公共交通方式的优势重显

在ICT对城市通勤的影响作用中，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就是促进了公共交通的使用。为了适

应碎片化趋势，公共交通逐渐成为居民出行的

首要选择。因为在出行途中进行多任务、多目的

的活动，人们更加愿意选择公共交通进而代替

私家小汽车作为出行方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

如今，ICT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公交系统的智

慧化、智能化。基于GPS技术、GIS技术、无线通

信技术等，智能公交系统在城市公交运输管理

和控制上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实现了数据

实时采集、远程控制、快速通信、公交生产运营

调度、公交监控、公交信息发布等，这极大地提

升了公共交通服务的水平。

很多经验和案例研究也证实，ICT的出现

使城市公共交通变得更加舒适和乐于被人们接

受。Schwanen等研究表明，ICT使空间活动碎

片化——首先将活动分裂，然后进行多时间多地

点、不同时间、不同顺序的排列和重组——借助

公交系统，这些碎片时间组合后价值得以重新发

挥[34]。又如，在极端天气下，人们更倾向选择公共

交通替代私人交通出行，因其避免了较差的道路

条件，也使出行更具有预见性[35]。还有研究发现，

在2008年，北京市居民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38 

min、单程通勤时间在40 min以上的人数比重为

43.7%；但近年来随着ICT的出现与普遍，长时间

的通勤逐渐变得可被接受，居民对公共交通系统

的使用比例也有所增加[36]。

3.3　通勤行为的多任务、多目的和灵活化

随着ICT的普及，越来越长的上班、出行通

勤时间已逐渐变得可被接受，其中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是通勤行为变得更加多任务、多目的和

灵活化。例如，在地铁上办公、在公交车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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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班途中看视频，又如因ICT而发展的各种

出行路况软件的大量应用，如今“多任务、多目

的”的现象牢牢扎根在现有时间的使用研究上。

在国外的研究中，Yttri的研究表明，新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可能帮助人们实现基本的

需要，为以情感沟通和社会关系支撑为需求的

信息交流铺平了道路[37]。Bowden等的研究也

发现，人们在拥挤延迟的道路上，可以立即修改

会议时间，并取消其后可能延误的行程[38]。相似

的，Kwan认为ICT技术让人们可以立即查询计

划中出行目的地信息，或针对将要参加的会议

进行及时沟通，从而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和灵

活性[39]。由于人们可以随时发送和接收信息，用

户可以进行移动办公——这给那些忙碌的团体

提供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也减少了前往特定

地点解决问题的刚性需求。

特别是在中国城市，随着百度地图、滴滴打

车等大量手机软件的出现，长距离通勤变得可

被接受，并且其出行的多样性受这些手机软件

的影响而更加丰富。例如，北京Youku数据影院

的使用者分布图表明，在一些地铁沿线、重要的

公交节点，用户数量和使用频率也高。这说明在

出行途中的闲暇，促进了人们对娱乐影音软件

的使用（图5）。因而，在如今的公共交通系统中

提高宽带速度或可用性车载WiFi的必要性逐步

被增强，这可以使通勤者更充分地利用碎片化

时间，丰富通勤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并使时间价

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4　结论

本文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与普

及，综述其对城市空间以及人们通勤行为的影

响。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在信息时代信息技

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也引起了区域与城市组织

方式的相应变化，并使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

流、技术流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这对于区

域与城市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无论时间、空间的

限制是否因为ICT技术而完全消除，可以肯定的

是，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已经使城市空间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

信息化也对人们的通勤行为带来明显的影

响。一方面，ICT技术能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信息交流，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出行需求。另一

方面，ICT技术的兴起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

的出行辅助，使人们对实时路况、出行路线进行

提前规划，提升出行的便利性而激发了新的出

行需求，也提升了通勤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

越来越长的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变得可被接受，

因为人们在通勤途中可以进行多任务、多目的

的活动使交通工具上的碎片化时间被赋予新的

价值。相对于私家车，ICT技术对于公共交通出

行者的影响可能更明显：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被

有效加以利用，公共交通可以更多地解放双手

从而提供更多的空闲时间，这使得公共交通的

优势重新显现。

在中国，互联网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它对

于传统通勤和城市移动性的改变体现为3个方

面：第一，对传统通勤模型的影响。借助互联网

终端，人们开始利用互联网终端的碎片化时间，

这使得通勤时间可以有效加以利用而增加了人

们在交通工具上对时间的忍耐长度。第二，对于

通勤效率的影响。借助于新兴导航软件，人们可

以进行出行导航并查询实时路况，这增加了人

们在城市中的移动性，使人们可以到达以前不

曾达到的范围，并采取更加便捷的路径和交通

方式，极大增加了交通出行的效率。第三，催生

新的交通出行方式。一些新生的出行服务开始

出现。例如，召唤出租车的“滴滴打车”软件，

利用私家车进行交通分享的“优步”软件等。

本文对于互联网时代和信息技术影响下城

市空间和居民出行改变的研究，可以为未来的

城市交通规划以及公共交通政策提供借鉴。在

中国“互联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未

来“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城市”等新命题

将越发引起研究者、规划者和决策者的持续关

注。如何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结合，提升

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的效率、丰富通勤和其他

出行活动的内容，将成为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

品质的重要研究方向。未来的交通政策也将从

关注交通本身转移到对人的行为和生活品质的

关注上，将结合信息化与互联网时代城市交通

的发展趋势，为城市居民制定更加高效、便捷、

舒适的交通政策。

图5    Youku网站开通了北京数据影院频道

行为 时间类型 特点
出行 等车、乘车、候车、堵车 临时性、难预测

办公事务 会议等待、银行排队 临时性、较易预测
休息 课间、午休、买饭等待 时间固定、容易预测

 

表1  城市居民碎片化时间的类型和特点

注：本图参照王静远《城市数据画像》中画像六：数据影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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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DAD与智慧城市

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也为城市规划学科的

发展和理论手段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DAD

（Data Augmented Design，数据增强设计）便

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城市规划定量研究

的方法论，强调在新的数据环境下，提高设计的

科学性，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力，结合不同

异构数据源的提取、分析以及预测，进行针对城

市规划设计各环节的数据支持，最终提高规划

方案的合理性、创新性以及弹性[1]。

本文从大数据、城市规划、智慧城市的发展

现状和问题入手，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与结

合点，并重点探讨了DAD在其中的应用逻辑与

发展前景。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要“解决制

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要

“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方法”。而城市规划研

究工作长久以来却一直倚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

量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直

观、准确的数据支撑，所以规划理论和实际研究

一直难以被校验。

幸运的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大数据和物联

网发展，建设智慧城市”。这些都将推动数据资

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输、处理变为可能，因而近年来大数据被炒得火热。数据提供了最多的可能和最大的价

值，着重获取数据，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会提供系统全面的数据集合。只是面对巨量的新型数据，还

存在诸多误读与使用困难，亟需系统的理论指导与方法论支撑。DAD不失为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它强调数据对设计的驱

动性，通过定量分析和数据关系来设计、调整以及评价城市设计方案。大数据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智慧城市是面向未来

的技术创新，而DAD是基于理想的方法探索，当三者在城市遭遇，会发生什么情况，而规划师又该做些什么？存在即映射，感知

即参与、行为即决策。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for data collec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Data provide us the most possibilities and values so that to retrieve data will be a signific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will provide us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data collections. However, as for the large 

volume of new data, we still hav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result in urgent need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ology support. DAD can be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which emphasizes that data are the driver of design, to design, 

adjust and value urban design scheme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Big data represent a brand 

new thinking style, and smart city is a ki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 while DAD is an exploration for methods based on ideals. 

When these three encounters, what will happen and what should we planners do? The existence is the mapping while the perception is the 

participation, and the behavior is th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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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乱象：你研究的是大数据么？

“大数据”这一术语并非近几年才出现。

基于计算机、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以及传感技

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出现了“一切皆可数据化”

的思维倾向。而每18个月翻1倍的全球数据量

膨胀式增长[2]，也令各种“数据分析”大行其

道，全球复杂网络权威巴拉巴西甚至以为，人类

93%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3]。大数据的确很火，

但现在五花八门的“大数据”应用概念，却有

很多是名不副实的。

大数据一直是相对概念，并未形成准确明

晰的定义。大多数定义都会强调数据量的超级

巨大以及数据分析的异常困难，比如徐宗本院

士将大数据定义为“不能够集中存储，并且难

以在可接受时间内分析处理，其中个体或部分

数据呈现低价值性而数据整体呈现高价值的海

量复杂数据集”[4]。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大数据

颠覆了工业界、学术界对传统数据的认知，并将

引发人类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5]。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是人类产生恐惧的根源之一，而大

数据似乎是照进恐惧黑暗的一束光明曙光。作

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

之一，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将成

为一种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办法，给社会带来巨

大益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或根除疾病，推进良

好治理与促进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将大数据作

为进入某种新实证科学的法宝[2]。

事实上，大数据还未被证明可以明确某种

因果关系。足够多的数据，经常可以展现出某些

事物或行为之间的潜在联系，有时碰巧A还可以

视为B的先兆，但这与未卜先知是两码事。大数

据的价值密度很低，现有分析方法明显无法完

全胜任。在处理某些问题或孤立系统的分析中，

大数据应用已经开始闪光，但距离全面系统的

应用还差得很远。当然，这些都不应该成为停滞

不前的理由。托马斯•H•达文波特曾表示，任何

一个组织，如果早点着手大数据工作，都可以获

得明显的竞争优势[5]。

笔者相信，大数据作为术语的历史可能短

暂，但并不是新生或孤立的现象，而是人类长期

采集和使用数据的结果，只是一直受限于当时

的社会和技术条件。在久远的古代，人类便有收

集、整理、储存数据的习惯，而利用已有数据进

行分析决策也很普遍。比如兵书、谋略和中医，

这些数据的积累不是个体终其一生可以完成

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努力。又比如古代人类发现

的很多先兆性的自然规律，会不会下雨，何时播

种，种什么作物好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古代的

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代表一种全新

的思维方式，其应用需要借助新的方法论与分

析工具。很多人对大数据的认识还停留在海量

数据的概念，部分人甚至以为大数据就是数据

挖掘的别名，目前很多所谓的大数据应用，都无

法体现大数据的明显特征。相对于传统数据，大

数据更强调数据样本的全面性。不能只针对少

量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更应在纷繁复杂的数据

中关注事物的相关性。当数据量增加时，很多统

计上重要但虚假的关联会被发现并指向错误的

结论；而随着数据量的继续增长，这种虚假关联

的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6]。目前，很多被发掘的

数据并不是“原始”数据，着重获取数据，将是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传

输、处理成为可能。一下子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

新数据，很多人都异常兴奋，但“拥有”不等于

“会用”，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明显滞后

了。要实现大数据战略，数据获取、分析和处理

等各个环节的理论与方式都有待提高。数据分

析的客观公正性，也很难鉴定和保持。不要把利

用大数据证明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作为骄傲，这

只是启蒙式的探索。

2    机遇：适应新常态的规划变革

现代城市是个高度繁杂的开放型复杂巨

系统。理想的城市规划必须考虑到空间与社会

的共同作用，设计出实体与虚拟并存且遵从复

杂巨系统规律的方案。而现实中，城市系统往往

被割裂，引发各种矛盾与冲突[7]。同时，城市也是

个不断发育的生命体[8]，发育的过程和方向不

同，各类城市的凝聚和扩散作用也不同[9]。在变

化的洪流中，规划师与居民却仿佛身处没有交

集的两个平行平面上。一个希望通过自己的力

量，将城市变为理性选择、技术先进且社会开放

的“理论”蓝图；一个则通过自我实践造就出

城市中的种种无序、认识滞后或互动欠缺的状

况。利益博弈下产生的城市规划，一直难以兼

顾公平、效率和效益的平衡[10]。一些失效、滞后

的规划，导致城市朝着缺乏进取与特色的方向

发展。

反思规划，需要先理解城市的个性并与其

坦诚的对话交流，而大数据将会成为谋求并实

现规划变革的有利工具。但笔者认为，大数据只

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问题的解决过程，解决

具体领域问题还得依靠该领域的专家，而非单

纯依靠大数据技术专家[11]。所以，需要借助DAD

（数据增强设计）这种理论框架与技术方法，帮

助规划设计人员更好地认识和使用大数据这一

工具。

DAD是面向未来的开放型理论框架。就像

凯文•林奇惯用5元素揭示城市空间本质，就像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擅于探讨非树型城市，

DAD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借助数据来增强人们

对实体城市的理解，试图建立联接现实城市与

虚拟世界的数据桥梁，关注人与空间的互动关

系，特别强调跨平台协作和全面实时评价，掀起

了一场前瞻性的规划认知革命。

不同于常规的建模和预演，DAD始终追

寻空间属性和社会效应的完美叠合。以往那种

单纯摆弄空间构成的设计手法俨然没有意义，

完整的结构应该包含但不限于社会、经济以及

环境。而对于规划长久以来的死穴——尺度性

问题，DAD也给出了告别千城一面的美丽图

景：Big is better，利用大量数据进行精确分析；

Small is big，通过小空间干预获得大收益；The 

small in the big，城市管理兼顾精细化与大尺度

效应[1]。不同于数字化或可视化，DAD进行了大

量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初期探索，包括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识别、城市地块增长模拟模型，各类人

群深度画像等，这些都与城市的发展以及规划

设计方法的改进息息相关。未来，DAD还将通

过更多的实践和总结、系统的推广与培训，不断

地完善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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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生：智慧城市的多线程探索

随着大数据的逐步开放、移动智能设备的

普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大量新型技

术应用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技术应用

在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时，仍然不

尽如人意[12]。就像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

的死与生》中指出的：“只有在所有人都参与

建设的前提下，城市才能为所有人提供一些东

西。”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能变成简单的技术

堆砌，而应转向如何让市民充分参与到其所在

城市的改善之中，激活城市的禀赋和活力[13]。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这些年取得了积极进

展，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碎片化建设和缺

乏顶层设计等问题，部分城市更是出现了盲目

建设的苗头。究其原因，很多城市把智慧城市当

成简单的信息化建设，并未将其建设与城市发

展阶段、城市问题应对以及城市规划管理等有

机结合，导致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实际发展的

脱节。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

按照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关于促进智慧城市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里要求的那样，运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

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的终极

目标应该是建设人们心中的那个城市，让居民

生活得更好，应该更加注重推进我国城镇化向

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

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发展[13]。

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更加系统完

善的顶层设计，必须与城市的发展理念和规划

目标紧密结合。国外的智慧城市建设大多注重

长效，并融入到城市发展理念之中，一般不会冒

进建设，比如日本计划用30年打造的柏之叶智

慧城市。柏之叶的建设初衷是着眼于全球下一

步发展的环境、人口和社会问题，提出打造世界

未来城市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从“环境共生

城市”、“健康长寿城市”、“新产业创建城市”3

方面着手，力争实现安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目标。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发展将产生更加系

统、全面、高质的大数据，有利于规划编制和城

市研究工作的开展。工信部发布的2015年通信

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智慧城市的硬件建设呈

现跨越式发展，万物互联之势逐渐形成[14]。在万

物互联的时代，不止是手机，可穿戴设备甚至越

来越多的东西都将连接到互联网，全人类的群

体行为都可以映射为不断产生的超级大数据。

大数据的数量与内容仍将继续呈几何数量增

长，实现对真实世界的虚拟再现、实时映射[15]。

借助这些数据，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城市，更加

科学地编制规划，方便地检验规划实施效果。规

划设计理论或方法面临演进，而DAD便是一种

积极的有益尝试。

4    结合：DAD与智慧城市的未来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探索“互联网+”，赛

迪方略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信息消费试点、宽带中国试点等智慧城

市建设的试点城市已达500多个。在推动城市发

展、改善人们生活方面，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具

有一致性。而DAD对智慧城市的关注程度还不

够，需要加强研究，探索推动两者的结合发展并

形成良好互动，实现通过探究更精确的真实来

指导未来的再创造。

规划需要精准数据，更需要大数据，大数据

可以映射和还原城市这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而

精准数据明显难以胜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

城市可以产生覆盖面更广、质量更优的大数据。

如果定位于未来而不是现在，大数据的全样本

和精细化将很可能成为标配。DAD目前的理论

方法虽然也强调提高规划方案的弹性，但其实

后视镜中的观察诚然有助于应急反馈，但是绝

对无法实现较为远见的预测。DAD需要进一步

探索增加可以动态调整的参数机制，主动链接

甚至优化支撑智慧城市的各个系统。这样，未来

的智慧城市将会变得愈加智能。

目前，大数据获取和处理难度还很大，需

要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好帮手。数据的爆炸极大

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正在通过不断

观测数据、学习数据，变得越来越聪明，开始学

会理解世界和发现规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可

以辅助城市管理者或者规划师去认识城市和规

划城市。而在未来，新型安全能源供应方式的实

现，全球无线宽带连接服务的构建，以及脑电波

传播技术和人机交互模式的突破将会使之变得

更加紧密[16]。计算机或许不再是独立人类之外

的“其他东西”，借助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将可

以实现极小延迟的实时反馈，人类的感知能力

也将极大提升，居民的感知即成为他们参与城

市建设管理的重要一环[17]。

很快，现有规划设计的编制和评估模式将

会改变，体现在数据采样方式、样本可信度、规

划内容细化、实施评价模拟，满足社会需求和

实时公众参与等6大方面，这也是DAD的精神

所在[1]。人不仅是大数据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还

是生产者和参与者，不再需要被投票或用脚投

票[17]。在大数据时代初期，通过数据分析处理，

大数据可以作为规划决策的辅助工具。如果步

子迈得更大一些，未来DAD要解决的问题可能

不止于规划建设本身，而是如何帮助城市实现

畅快的自动运行。摩尔定律正在推动梦想照进

现实世界，智慧城市的未来将是一个全新的理

想社会，数字不再是简单的现实映射，大数据也

不再是辅助的规划决策手段，借助万物互联，居

民将会直接地参与城市运营，居民的行为即为

规划决策的一部分[17]。而那个控制和调节这一

切的中枢“钥匙”，或许就是升级版的DAD。

笔者认为，智慧城市建设与DAD为代表的

新型规划设计可以形成闭环，并在不同阶段相

互融合促进。比如在前期阶段，智慧城市建设需

要统筹谋划，可以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内容

与规划设计的问题研判、目标定位等相结合，利

用新技术来解决城市面临的重点问题，将智慧

城市建设的系统设计、模式选取与城市规划的

战略和路径深度结合，甚至可以把智慧城市作

为重要章节纳入规划。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系

统架构也必须有利于大数据的收集、利用与安

全，保证这部分城市公共数据可以很便利地成

为优化规划编制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资

源。这样在智慧城市建设完成之后，在保障城市

顺畅运行的同时，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反馈数据，

用于规划设计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而借助

各阶段规划或者建设的效果反馈，也可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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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DAD等规划设计方法的理论体系或技术流

程等，使两者的结合更加顺畅。同时，智慧城市

与规划设计的脱节也暴露出一些规划设计的问

题，比如过于强调理论性与整体，对单个系统或

个体特性关注不足；比如规划过于强调刚性，弹

性调整又往往过于主观，缺乏可验证性的依据。

DAD正是朝着这种改进的方向发展，而智慧城

市建设将提供第三只眼，形成对规划建设实施

中各种问题的及时反馈，实现具有动态调整可

能的规划弹性。

在未来，可能也就几十年后，在人工智能的

辅助下，现有的规划编制和实施可能实现自动

化，而规划师或许会真正地变身为城市发展的

引航者、协调者和维护者。数据增强设计引领、

智慧城市支撑、人工智能辅助的超级DAD，将帮

助未来城市实现自我运转与实时调控。所有人

的行为与现实事物都将虚拟再现于城市中枢，

存在即映射、感知即参与、行为即决策，城市将

实现动态的更新与维护。

5    结语

DAD强调的是数据对设计的驱动性。在实

践维度，强调建立基于城市实体认知和其复杂

效应之间的数据关系，并运用这种数据关系来

设计、调整以及评价城市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法

将与如何用数据理解城市实体密不可分[1]。前

30年规划铺设了多么宏伟的城市骨架，现在就

需要完成多么巨量的改造和提升。快速建造起

来的城市，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着太多太

多的资源需要改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共同

观念，来筑就面向未来的创新系统。借助新技

术，规划师将重新认识城市，了解市民的真实

需求，实现规划的科学性。不在乎用户体验的

规划产品，不值得拥有市场，而强加的保护，

只会使自己变得愈加脆弱。不允许别人横加

指责规划的实效性，那规划行业自身就要先

建立起强大可控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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